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磧西稅糧淵源考 

 

 

慶   昭 蓉* 

!"#$ 

唐代磧西軍政體制具有蕃、漢結合特性(1)，因應各種內外部因素，不斷發展、調整(2)．至遲在《唐

六典》反映的開元二十五（737）年前後，安西四鎮已視同天下一州，乃隴右道二十一州之一(3)．承

池田温（《籍帳》，86注 9）對《唐六典》整理，瓜、沙、伊、西、北庭、安西等共五都護府、四十五

座府州俱為邊州．故而在榮新江、文欣（2012, 113–119）指摘唐朝邊境概念西移的基礎上，筆者認為

只要將磧西納入 8世紀唐人語境之“天下”，並釐清若干稅務用語，有關財政資料即別開生面，煥然

一新．本篇作為磧西稅糧研究系列作品之一(4)，致力於探索此制淵源，重點在於稅糧早期開徵階段的

基本性質，及其法理、行政上的依據，盡可能從宏觀角度研判這項新制度的意義． 

龜茲語（又稱吐火羅 B 語）世俗文書現行研究結果指示，“稅糧”（龜茲語音寫作 śwelyāṅk、

śwaiylyāṅk）在龜茲的出現，應為唐前期（安史之亂以前）實行西陲之特殊制度兼行政用語(5)．扣除

安史之亂以後的和田出土有關文書，以及疑似永泰至大曆初年的霍恩雷文書 Or. 6408/2（G.1, H.4）

《唐某年□奴等纳新税粮穈抄》(6)，則具體出現“稅糧”二字，而又不排除可以繫於唐前期的漢文書，

唯有新博藏《唐年次未詳龜茲白向宜黎租蒲桃園契》．其年代不明，但或許可以詮釋為：白向宜黎在

據史德城一帶沒有田產，向某位私家園主立契佃作以分成；“稅糧”是這片果園遭受的稅賦之一，約

定由佃人向宜黎支付．這便提示“稅糧”具有地稅的性質，且此稅甚特殊而重要，明載於佃田契時不

用“地子”等習語(7)． 

不過問題並沒有這麼簡單．此契殘存“稅”字上方像是極殘“柴”字，也許是另一種稅目．已知

稅柴在唐前期西州屬於戶稅(8)，那麼它在鬱頭州是據地出稅還是按戶繳納？白向宜黎在當地沒有田

 
* 京都大學白眉中心/人文科學研究所・特定准教授（CHING Chao-jung, Program-Specific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Hakubi 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1) 張廣達、榮新江 1988；張廣達 1995, 157．本文中的“磧西”指唐代安西都護管轄區，而尤指龜茲、焉耆、疏

勒、于闐地境．相關討論見劉子凡（2016, 272–283），特別是該書 277頁． 
(2) 學界探討不少，如陳國燦 2008等，此不枚舉．筆者過往討論見慶昭蓉 2017，尤見 389頁． 
(3) 《唐六典》卷三，68–69, 73頁． 
(4) 原稿提交順序為慶昭蓉、榮新江 2022c, 慶昭蓉、榮新江 2022b, 慶昭蓉、榮新江 2022a．尚有其他中、英文合

撰稿件已投遞，今後陸續推出．本文可謂此系列研究之第六篇． 
(5) 詳見慶昭蓉、榮新江 2022a, 48, 54–58；慶昭蓉、榮新江 2022c. 
(6) 慶昭蓉、榮新江 2022a, 61–63. 
(7) 圖版載《龜茲學研究》第 3輯, 2008, 卷首圖版十六．參見榮新江 1992, 11–12；慶昭蓉 2017, 46；慶昭蓉、榮

新江 2022a, 60–61． 
(8) 周藤吉之 1960, 229–231；《史稿》第二冊，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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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那麼他是鬱頭州本地居民（無田戶），還是籍貫他方的龜茲人？倘是後一種情況，他是否該算成

姜伯勤（1989, 282）談論的“園子作客”？誠如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第一冊導言（4頁），唐後期

（安史之亂後）戶稅徵收對象不論土客，租佃者都須交納；至於地稅，即使在唐前期也由租地者交納．

假如據史德地區的稅糧純然是一種地產稅或者說資產稅，那麼已知高昌葡萄園之所稅為酒、醋、錢或

其他果園副產品．向葡萄園稅取糧食，理論上也許表示據史德一帶葡萄園套種麥、豆等與糧食有關的

共伴作物（companion crops）(9)；稅取柴料，則也許表示園中雜植果樹、桑樹等讓葡萄藤攀爬而需要

定時修剪之灌木(10)．不過，這些都有待考古學之發掘資料加以證實．同樣可能的是，這件契約意味

著磧西在某段時間裡，曾以糧食取代錢、帛等通貨作為主要支付手段，而這也需要學者對磧西經濟進

行更深一層的考察．在此，首先審視唐前期的義倉稅制． 

%"&'()*+,-.,/ 

“稅糧”是否可以等同於唐前期課取形式為糧食之義倉稅（地稅）？筆者曾指出，“稅糧”二字

不見于《唐六典》或《通典》等唐代典籍及同時期的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11)．然而“稅糧”作為

現代研究者提出的概念或說法，向來不乏例證．出土文書研究方面，薄小瑩、馬小紅（1982, 636）將

敦煌文書 P.2942《河西節度使判文集》第 61–62行所見“地子勾徵，俱非雜稅”之“地子”——在該

文書指的是唐朝正規地稅(12)——稱為“地稅糧”．王永興（1987, 83）先生則將敦煌文書 P.2803 背

《唐天寶九載八月至九月敦煌郡倉出納穀案》出現的“天九二分稅”逕稱“稅糧”，以區隔於同時交

納的“和糴糧”．實際上“天九二分稅”就是唐朝正規地稅，因畝納兩升得名(13)． 

財政史作品方面，張澤咸《唐五代賦役史草》（1986）僅在談論租庸調法的短短一頁（11頁）之

內，就寫道“南方稅糧稻穀”、“義倉地稅糧”、“租粟二石稅糧”；同書 23頁則並舉“國家稅糧、

義倉稅、職田租”，其稅糧二字之意涵指涉廣泛．陳明光《唐代財政史新編》亦屢次以“稅糧”泛稱

一切糧食稅，包括唐前期丁租、地稅以及唐後期的兩稅斛斗(14)．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則以“稅”

為動詞，言隋代“按三等戶稅糧”，所據為《隋書·食貨志》載開皇十五年（595）二月詔(15)： 

 
(9) 共伴作物指加以混植則有利主要作物生長的作物，通常有固氮、驅蟲、防疫、促進生長等功效．參考現代有

機葡萄種植法（https://cropwatch.unl.edu/organTc-grape-productTon 最後檢索日期: 2022 年 9 月 1 日），適合作為

葡萄共伴作物的植物包括：牛膝草（hyssop）、三葉草（clover，與苜蓿屬同族）、天竺葵、羅勒、以及扁豆（beans）、
豌豆（peas）以及桑屬和榆屬諸樹種． 

(10) 例如 72TAM153: 38(a) 《高昌曹、張二人夏果園券》（《吐魯番出土文書》壹，283）所租賃之葡萄園中即種植

梨、棗等果樹． 
(11) ChTng 2010, 136, n. 24. 並參見筆者在 ChTng and OgThara 2010 合撰文之說明，尤見 p. 109, n. 80. 
(12) 唐代“地子”意義較寬泛，既表示地稅，亦表示租佃分成． 參見堀敏一 1975, 312；王永興 1994, 374． 
(13) 《史稿》第一冊 87 頁． 筆者推測，敦煌地區在實行上也許就是收取畝實際產量之 2%，這是由於西北地區由

於天候、灌溉水量、土質等不可抗因素，畝產量具有較大波動性．盧向前（1990, 314–315）注意到二分稅、

種子粟、和糴粟分別以縣、鄉、人戶為單位交納，值得參考．至於大津透（2006, 319）先生疑二分稅為戶稅，

筆者看不出理據所在． 
(14) 陳明光 1991, 尤見該書 25–27, 33, 272–273 頁． 
(15) 《隋書》卷二四，685．《史稿》第二冊，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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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客觀概念抽取並無不妥，但本文旨在探討作為唐代磧西制度及其行政用語，必須講究唐人

習慣與學者綜述方式的同異．故本文意欲剖析的“稅糧”，皆指磧西地區胡漢出土文書所見者而言． 

唐代“義倉稅”是現代學者根據其名目、立意而命名的國家正式稅收．以日野開三郎（1977）為

首的日本學者如古賀登（1972）、堀敏一（1975）、船越泰次（1978）等人稱為“義倉穀”，張澤咸（1986, 

69-79）稱為“義倉稅”，陳明光（1991, 13-14）等其他一些學者則較常稱為“地稅”．《通典》載開

元二十五年定式，規定正色為粟(16)： 

456789'#:;+<=>?@#A<*BCD#9EF"3GHI+JK@L,M

N#%%+*O/#%&9'PQRST3UVWX?$BN#YZ.1OD[B.13G\

]^_N#Y(/\]^_./213`

“稅粟”既可當成一項名詞，亦不妨視“稅”為動詞，“粟”為賓語．“雜種”即粟以外的稻、

麥等作物．但是當時人更習慣稱為“地稅”、“稅”、“稅子”、“地子”以及“義納糧”(17)．義

倉稅（地稅）與建立在均田制（亦即授田課口）上的租庸調截然劃分．其明顯區隔例如《冊府元龜》

帝王部恤下門載開元三年（715）七月詔(18)： 

（前略）aNbcdJ#efgh#Jijkl*kmnkop.qrs#tKuv3w

xUy#z{y|}~��#��,���N#*kp���y]#,�s�#����&#

�<��3Sij��〔��〕)#���Qs3`

此詔優恤之處在於，盡管河北當年風調雨順，仍暫不追徵逋懸．詔文顯示，（地）稅、（正）租的

徵收最優先，七月入秋，田穀豐登，正是開始徵收地稅與正租的季節(19)．其中“貸糧”指百姓向義

倉貸糧．可見開元三年涉及糧食收成的最重要課賦，首先是義倉制度下的地稅，其次是國家正租，其

餘均可暫時放免． 

隋代社倉稅據戶等而稅，貞觀初期的義倉稅卻是據耕地頃畝．《通典》曰(20)： 

 
(16) 《通典》卷一二，291．《唐六典》所載者與開元七年令相綜合，見本文第三節． 
(17) 濱口重國 1932；船越泰次 1996, 149–171；《史稿》第二冊，89-92，94．其中地租為唐初地稅之初始名稱，就

本文主題而言不妨忽略．船越泰次（1981, 11）認為“子”指種子、種實，可以參考。 
(18) 《宋本冊府元龜》卷一四七，243 頁．“不須徵腳”疑指腳錢豁免.《史稿》第二冊 98 頁作“餘不須徵，卻待

至春中（後略）”。筆者認同陳國燦、劉安志（2011, 307）主張磧西未實施租庸調制，因為租庸調、均田制

一體兩面，既然磧西出土文書尚未出現授田證據，便也談不上租課． 
(19) 曾我部靜雄（1953, 335）、日野開三郎（1982, 31）、張澤咸（1986, 130–132）、船越泰次（1996, 192）等多數

學者業已注意於唐後期兩稅法（即夏、秋兩稅）與中國南北收成時期的關聯．其中，陳明光（1991, 195 頁注

2）考慮在大曆四年以後，某些實行複種制的地區存在同一片田地一年交兩次地稅的可能性，張澤咸（1986, 
138）則持保留態度．不論如何，磧西地區具有一年二熟條件，然而受限於灌溉、人力等條件，收成未必穩

定．現在缺乏充分證據說明，當地是否嚴格執行過建中頒布之兩稅法．目前看來，貞元年間稅糧徵收嚴重延

遲（慶昭蓉、榮新江 2022a；慶昭蓉、榮新江 2022b），即使兩稅政令即時抵達，實踐程度也不理想． 
(20) 《通典》卷一二，290–291．《舊唐書》卷四九，2122 頁作貞觀二年（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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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根據杜佑看法，義倉之稅始於貞觀二年此制．其時未指定正色，而是依各地所產，收貯粟、

麥、粳（黏性稻米）、稻等糧食．唐前期，此稅繳納於各州（郡）正倉(21)．它與經過戶部、倉部計會

而遞送、調配的正租以及庸調折納物不同，原則上盡量留在本地州縣以備災凶——盡管從武周時期開

始，義倉貯糧也已經開始被調配挪用(22)．在這個時期，義倉稅原則上是逐戶統計實際耕種面積而進

行徵收(23)． 

永徽二年（651）九月頒新格，曰(24)： 

F"=lÖ*#òëóô#zÈõ+VB#%%+O/#öRST3`

此時義倉改為按戶出粟，以粟為本色，其餘糧食變成折納物，也許是為了簡化測算及徵收手續(25)．

但似乎過了不久，義倉稅又回到畝稅 2 升之標準，只是改回據地取稅的時間點尚乏定論．堀敏一（1975, 

268）置於永隆元年（680）以前；李錦繡（《史稿》第二冊，84）認為至遲到龍朔元年（661），義倉

粟已改回據地納稅，不過商賈、無田、少田者以戶納粟制保留下來，形成一部分人據地納，一部份人

按戶納的新制，正色為粟，其他雜糧按粟折納，其看法值得參考． 

開天之際，原則上八、九月時各縣義倉稅已陸續上繳到州，實際於七、八月間開徵，至少敦煌一

帶是如此．上舉 P.2803背《唐天寶九載八月至九月敦煌郡倉出納穀案》第二件開頭為： 

1 郡倉 

2 廿⼋⽇#納敦煌縣百姓天九⼆分稅青⿆叁拾貳碩#豌⾖壹伯玖拾肆碩#穈壹伯肆碩#粟

陸伯貳拾 

3   捌碩3÷已上計玖伯伍拾捌碩3】⼜納和籴粟壹伯貳拾伍碩貳⽃叁勝3 

 （後略） 

承上文，天九二分稅之“二分”指地稅之稅率 2%，因墾田畝納兩升得名(26)．這件文書反映青麥、

 
(21) 名目上州（郡）正倉、義倉糧帳分別，實為同貯．詳見《史稿》第二冊，92–95． 
(22) 《史稿》第二冊，96．有意思的是據李錦繡舉證，開元四年至二十一年間義倉暫停迴作他用．可見開元三年

以後，唐朝加強地方貯糧，其歷史背景詳見第四節關於韋湊奏疏的討論． 
(23) 張澤咸 1986, 69;《史稿》第二冊，81–82． 
(24) 《通典》卷一二，291． 
(25) 陳明光 1991, 13． 
(26) 一畝產一石粟可視為唐前期之通常產量，見韓國磐 1979, 224; 日野開三郎 1988, 319; 陳明光 199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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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穈、粟是敦煌縣納義倉糧之主要色目，而盡管義倉作為一種“稅”，乃是王公以下皆應稅(27)，

敦煌縣實際繳交者仍以百姓為主．故而除了稅率差距甚大——標準地稅為畝納兩升（2%），而磧西稅

糧為石取二斗（20%）(28)——義倉稅的課稅對象、繳稅期間均與我們在磧西出土文書中看到的“稅

糧”有不少共通點． 

0"123456 

《唐六典》卷三倉部郎中員外郎條所記無田商賈戶之稅率，應即上述永徽新格頒定的地稅普遍稅

率．茲摘引該條如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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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稅率直到《唐六典》反映之開元二十五年，仍施行於商賈戶、無田戶以及授田不足之民戶．

故而筆者認為，結合《唐六典》將安西（含龜茲、疏勒、于闐、焉耆四蕃府而不含蔥右諸都督府）視

為隴右道二十一州之一的作法，“諸州以七月已前申尚書省”之青苗簿，有可能涵蓋安西造送的試驗

品，盡管其調查地域應該並不全面．就已知出土文書所見，唐前期磧西並未實施以均田制為基礎的授

田，亦缺乏編制正規青苗簿的證據，但是這項規定提到的商賈戶、無田戶或授田不足之戶，理論上可

以涵蓋安西四鎮居民．它限定了按戶出粟的戶口或地區，每戶繳義倉稅的上限是五石．特別是義倉稅

自永徽之後的某個時間點以來，兼行按戶、據地兩種準則，實踐上具備彈性，又具有社會福利之效用，

便於撫民，其實十分適合於施行在編戶尚未徹底的邊疆地區． 

那麼義倉稅與磧西稅糧究竟有何關係？筆者注意到，開元七年（719）——也就是以焉耆代碎葉，

與龜茲、疏勒、于闐固定為四鎮之當年——發布了三條重大政策，茲並列如下： 
 

（一）設置常平倉——見《唐會要》載開元七年六月敕(30)： 

89k:;kw<kwxO=#L>k?k@kAkBkCkDkEkFkGk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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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權四蕃府徵西域商胡——事見《新唐書·西域傳上》(31)： 

QRSkTUkVWkXYZ[\I#R]GZ3^x=N#2_Z«3 

 
(27) 張澤咸 1986, 71–72．見王永興（1994, 374）對吐魯番文書所見“賜田地子”也就是“賜田稅子”之討論． 
(28) 慶昭蓉、榮新江 2022a, 60． 
(29) 《唐六典》卷三，84．參見《史稿》第二冊，81–82． 
(30) 《唐會要》卷八八倉及常平倉門，1913．參見《史稿》第二冊，293–294． 
(31) 《新唐書》卷二二一上，6230．句讀微有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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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確立諸國蕃胡內附者稅賦——見《唐六典》戶部郎中員外郎條（雙底線表示繼承武德七年

令之部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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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妨加入開元九年啟動括戶之《科禁諸州逃亡制》．因為它將究責日期溯至開元七年十二

月底，可視為上述三條政策補充．茲摘引《全唐文》如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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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條政策具體頒布月日大多不明，但筆者認為它們相輔相成，彼此配套．實際上就在開元六年

（718），形成了安西大都護（唐朝宗室親王）領四鎮節度、度支、經略使，副大都護領磧西節度、支

度、經略等使之新制，節度使與（副大）都護權力一體化確立，安西軍鎮系統告成(34)．故而筆者認

為上述開元七年三條新政，其實都關涉磧西施政． 

就第（一）條而言，目前缺乏證據判斷在開元七年，安西是否業已完全視同隴右道一州而置有常

平倉．但有鑑於《開元三年正月德音》將流犯徙置“磧西諸州”（第四節），即使該年安西未及時設

立常平倉，應該也被當局列入未來的展望． 

第（二）條針對的“西域賈”，在 8世紀初期唐人的西域概念業已西移的歷史環境下，應指蔥右

即帕米爾高原以西之胡商．其主要課徵對象是經四鎮、輪臺入境唐朝的長途隊商，還是頻繁來往西域、

 
(32) 《唐六典》卷三，77 頁．船越泰次（1987, 201–202）據《通典》而視為武德二年制，茲依《史稿》（第二冊，

183）視《六典》此段為開元七年令；《舊唐書·食貨志》（卷四八，2088–2089）載武德七年令為：“蕃胡內

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三戶共一口”．

亦參見荒川正晴 2010, 361–362． 
(33) 《全唐文新編》卷二二，256．句讀微有更易. 
(34) 孟憲實 2012, 124；榮新江、朱麗雙 2013,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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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鎮、輪臺間的中短程商販，或者包括長期客居四鎮、輪台之胡商，仍然有待分析．換句話說，目前

難以決定第（二）條涉及的是現代意義下的入境稅、通關稅、居民稅、移民稅、交易稅、貨物稅、資

產稅或所得稅，抑或兼數種而有之．只能說它是一種地方性特種稅收，用以支持龜茲等蕃府開銷以及

安西、北庭體制．其具體徵收標準也許沿習龜茲、于闐等地舊法，並非完全統一． 

第（三）條針對諸國蕃胡之內附者．大津透（1986, 29）、荒川正晴（2010, 363）等不少學者將此

條之施行對象詮釋為商胡、興胡甚至是粟特胡．李錦繡（《史稿》第二冊,183–185）則認為稅銀羊是

“對內附的蕃胡國的賦稅制度，也就是對大蕃胡部落的制度”，主要指突厥等畜牧為生的部落而言，

證以《新唐書》卷一二五《張說傳》提到的太原九姓羊錢，故而說（同書 1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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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則認為，雖然武德七年令、開元七年令皆稱“蕃胡”，定義卻大有拓展．套入 692年後西境

概念西移，可想見第（三）條所謂“諸國”蕃胡內附者，包含龜茲等地居民在內．其“諸國”用法見

《通典·邊防典》：“高宗平高麗、百濟，得海東數千餘里，旋為新羅、靺鞨所侵，失之．又開四鎮，

即西境拓數千里，于闐、疏勒、龜茲、焉耆諸國矣”(35)．故而筆者擬根據第（三）條政策，推斷龜茲

等四蕃府舊有居民之歸化進程如下(36)： 

夷狄 未附貫 

蕃戶 已附貫 附貫之初：定戶等，其上、中戶須交丁稅銀錢 

附貫頭兩年(或三年?)：優復期間(?) 

第三(或四?)年起：輸羊或折納輕貨，或自備鞍馬供征行，計日免輸 

百姓 蕃戶附貫後,生下的子女自然具有唐朝“百姓”身分 

第（三）條所稱“不得為蕃戶也”之“蕃戶”，筆者認為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官奴婢、番戶、雜

戶、良民等良賤之分，而是指蕃胡之戶、蕃邦之戶．《舊唐書·地理志》關內道載豐州都督府所領“蕃

戶”，其指涉概念應即與此相同，只是開元七年新政給與更加嚴格的定義．該條內容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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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元七年新政視野納入磧西的前提下，第（三）條政策無疑提供了一條明確準繩．至少它要求

地方政府申報戶口數時，須定戶等，不再像往昔《漢書·西域傳》收錄的資料那樣，只滿足於表面上

的戶數、人數統計了． 

筆者之所以推測蕃戶之附貫頭兩年（或三年?）為優復期間，是有鑑於仁井田陞（1933, 682–683）

從日本賦役令復原開元七年令曰： 

 
(35) 《通典》卷一七二，4479． 
(36) 荒川正晴（2010, 362, n. 69）看來已經意識到如此詮釋的可能性．但該書將天山南北與蔥右居民一概稱為西

北邊之“羈縻州府民”，未著重探討北庭與四鎮戶政變遷，殊為可惜． 
(37) 《舊唐書》卷三八，1147．翁俊雄（1990, 33）同意嚴耕望意見，指出貞觀十三年豐州都督府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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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此復原可信，則第（三）條政策之“附貫經二年以上”云云之“二年”可能是“三年”之抄訛，

亦即蕃戶到第四年起再繳交羊、輕貨等輕稅就可以了．此條與《通典》載“外蕃人投化者復十年”—

—仁井田陞（1933, 682）繫作開元二十五年——對象之差異，大致如李錦繡（《史稿》第二冊, 183）

所論，投化者乃是“離蕃國而投於唐”．具體來說，“投化”者指離開舊土、舊部，前往唐境投降並

居住下來的移民，可以包括個人、個別家戶或氏族、部落(38)，既然離開故鄉，優復期間也較長．開

元七年新政的“附貫”而僅復三年者，主要讓此前未附貫之邊疆居民就其現居地決定籍貫，故而其範

疇不限於《史稿》所擬之“一個部落同意歸唐者”． 

開元七年當時，磧西地區的版（地圖）、籍（戶籍）應未臻完備，其新政蘊含的方針卻不可小覷．

綜合第（三）條政策與本節開頭引述的《六典》倉部郎中員外郎條可以勾勒出，此年唐朝允許四蕃府

徵西域賈之餘，針對當地居民的主要政策是： 

!"磧西本地居民須定戶等，劃歸“蕃戶”，歸都督府各自管領．例如一位道地的，生於龜茲又

住在龜茲的龜茲人，歸龜茲都督府即原龜茲官府統管．至於住在龜茲、出身域外而仍願意登錄為龜茲

本地居民者（比如：移民到龜茲的粟特人），亦不妨算在此類．亦即第（三）條所謂“內附”者，可

以指涉唐中央—四鎮各都督府框架下確實登記了身分而向唐朝匯報的居民．附貫之初，上、中戶須向

唐中央納丁稅，形式為銀錢．第三或四年起，上、中戶輸羊或折納輕貨，亦可自備鞍馬供征行以代替

繳稅．業已登錄為蕃戶的居民，此後生下的子女自然具有唐朝百姓身分，將來長大之後就要承擔唐朝

正規稅賦． 

#"茲不論一時優免，蕃府地區的百姓亦須比照內地百姓繳義倉稅．具體措施是，已有田籍者據

畝徵稅（案：這是放眼未來的國策，亦即磧西青苗簿的製作也將逐步展開）；無田戶（或田土尚未登

記者）、少田戶、商賈戶按戶等繳義倉稅． 

附貫之初稅以銀錢，不妨看成過渡措施．648年唐朝攻龜茲之前，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君

長是否普遍稅其民以銀錢，有待考實．比較清楚的是 6 世紀龜茲“稅賦，準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

錢”(39)，可見彼時龜茲稱霸天山南麓之際，境內流通、貯備的銀錢總量，尚不足以令家家戶戶藉以繳

稅，遂採取地主或佃戶按可耕地畝以農產等形式交租，工商行業者繳納銀錢的作法．既如此，銀錢在

唐代龜茲境內的儲備與流通量，應當更加不足以作為稅物恆常形式．理由在於：一、相對於局面較平

穩的 6世紀，7世紀塔里木盆地局勢動盪，貨幣經濟亦不免有所波動；二、銀幣最主要來源，即薩珊波

斯及其藩屬，面臨大食的蠶食鯨吞，供應愈趨局限；三、隨著伊吾、高昌改為正州，以及海上絲綢之

路興盛，粟特等商胡也往東趨集．長安等內地都會以及沿海地方貿易網建立後，像是龜茲這樣的綠洲

 
(38) 針對“外蕃人投化者復十年”之“投化”用義，筆者意見大抵與石見清裕（2009, 5–11）相同．具體來說，個

人詐降敵方而稱為“投化”者例如《北史》卷四五，1671．同書卷八六《蠕蠕傳》除了敘述投化首領阿那瓌，

亦提及其他分散降附者曰：“諸於北來，在婆羅門前投化者，令州鎮上佐准程給糧，送詣懷朔阿那瓌，鎮與

使人，量給食稟；在京館者，任其去留．”見同書 3262 頁． 問題在於《唐律疏議》卷四載“沒落外蕃投化

給復十年”（參見日野開三郎 1975, 552–553），筆者以為該處純指沒落外蕃並投降後又復歸唐朝之唐人，但

此非本文主題，茲不廣論． 
(39) 《魏書》卷一○二，2457；《周書》卷五○，917．此句本自《周書》，見余太山 2005, 44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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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其境外銀幣之補給勢必減少．開元二年禁止諸種珍貨出關之敕，恐怕更是雪上加霜(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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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磧西節度使阿史那獻出兵碎葉，北庭都護兼瀚海軍使郭虔瓘迎擊東突厥．敕文並非絕對禁

止高價品貿易，而是限制交易者須在內地州縣（含西州）官市貿易，檢查交易者身分，不應攜帶高價

品從西北出境．未知此敕在碎葉於同年三月一度收復後(41)，是否立即解除．假如未完全解除，那麼

龜茲、于闐、疏勒等地從開元二年起，便失去內地高級絲織品的穩定供應，難以維持交易規模．這麼

一來，盡管它們仍是商路通衢，且輸往安西的帛練依然有利可圖，多數商人的地盤想必會逐漸轉移到

唐朝其他地區，銀幣及各種異域物資也隨而分流(42)． 

鑒於以上情況，淺見以為唐前期不大可能像李錦繡（2014, 601）推想的，始終稅龜茲等安西四鎮

蕃戶以銀錢，甚至將上述第（三）條新政簡化為“蕃胡稅銀”，稱為交納“銀錢或羊錢”．之所以會

導致這種看法，是由於現存史料不幸地難以看出歸降牧民、來往興胡與蕃府本土居民之不同．但是筆

者以為，第（三）條新政的主要用意，就是敦促龜茲等諸國附貫，對各邦國貧戶較寬容，不徵丁稅(43)，

也不太可能立即按照標準戶籍樣式製籍——至少讓每位居民獲得漢名、決定正規籍貫（包括決定各州、

鄉、村、坊的標準漢名及其地界）需要時間．實際步驟很可能是先委由蕃府各級官吏初步清理、統計，

再考慮如何劃分各級戶政與地籍單位(44)．那麼，唐朝一開始向蕃戶徵收的丁稅銀錢，便未必由居民

直接繳交，很可能是讓龜茲都督府等四蕃府匯交．若是這種情況，便相當於讓四蕃府從開元七年起每

年按上、中戶之丁數繳銀幣．假設龜茲全境蕃戶計有 500戶上戶（一至四等戶）、1,000戶中戶（五至

七等戶），每戶一丁——這只是便於代數運算推估，並無實據——則按照李錦繡“蕃胡稅銀 = 輕稅”

之論，龜茲都督府每年須上交 10,000 枚銀幣，尚不論各種土貢．這項負擔不可謂不重，亦容易導致

戶數隱匿不實，並非長遠之計．即使搭配第（二）條新政“各食其征”而為四蕃府開源，畢竟交易中

 
(40) 《唐會要》卷八六市門，1874，該處作“閏三月敕”． 
(41) 該年西北大事見劉子凡 2016, 273–284, 375． 
(42) 《舊唐書·酷吏傳》卷一三六下《敬羽傳》4861 頁曰：“胡人康謙善賈，資產億萬計．楊國忠為相，授安南都

護．至德中，為試鴻臚卿，專知山南東路驛．人嫉之，告其陰通史朝義．”雖不知康謙最初如何入境，顯然其

事業重心在南海． 
(43) 《儀鳳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殘片所見“雍州諸縣及諸州投化胡家，富者[丁別]每年請稅銀錢拾文，

次者丁別伍文，全貧者請免．其所稅銀錢，每年九月一日以後，十月卅日以前，各請于大〔本〕州輸納”另當
別論． 

 儀鳳年間針對的投化胡家，筆者大致同意大津透（1986, 30）之推測，即概指西域商胡，故而稅額可觀，每年

課徵．武德七年令則如李錦繡所論，主要涉及彼時降附突厥等部落，稅賦從輕．故而筆者以為稅降戶以銀錢

應該是一次性繳納，不太可能年年都繳．開元七年令則考量到龜茲等四府黎庶，稅賦亦不宜從重．亦即《儀

鳳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殘片》保存者是針對“興胡”之稅，無所優復，與復十年之投化移民、復三

年之諸國蕃胡附貫者不同． 
(44) 其結果是唐朝暫時維持龜茲等四蕃國之“州”，未強行劃縣（見荒川正晴 1997）．是則開元年間的安西四鎮

乃是州（安西）下有州（如龜茲都督府鬱頭州）．于闐地區州名可參見朱麗双《唐代于闐的羈縻州與地理區劃

研究》（2012），唯于闐諸州亦受唐朝課稅，故而在什麼意義上、在哪段歷史期間宜其視為“羈縻州”，值得

學者依據漢籍與胡、漢文書詳加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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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已日漸東移．故而就開元七年的基本方針而言，向四蕃府稅取銀錢不但不實際，也與整體策略矛盾．

所以，銀錢不太可能成為 8世紀前半磧西稅賦的主要標的，倒是有可能斷續試行於 7世紀下半葉，這

項課題有待未來進一步鑽研． 

回到義倉稅．義倉稅是王公以下皆須繳納的全國統一制度，故稱“稅”，也就是原則上不論“課

戶”、“不課戶”均應稅(45)．上述乙項方針看不出蕃戶是否也該比照百姓，一律交義倉稅，然而在

開元七年新政的擘畫中，隨著身分轉化為百姓的人口日漸增加，這項稅收總有一天會像其他稅收一樣

推行於磧西．故而即使彼時對四鎮耕墾情況掌握有限，乙項方針的前瞻性值得矚目．筆者以為它很可

能意味著磧西土地普查之啟動．開元四年杜暹出使覆屯（詳第六節），或許早已為此鋪路． 

順帶一提，倘採信《新唐書》，則開元時義倉稅又可稱“稅米”．如《新唐書·玄宗本紀》載開

元二十三年“八月戊子，免鰥寡惸獨今歲稅米”(46)．《舊書》作“免今年地稅之半”(47)，筆者以為這

同時牽涉到 P．2979《唐開元二十四年九月岐州郿縣尉判集》第 8-21行《不伏輸勾徵地稅及草前申第

廿五》《不伏輸勾徵地稅及草後申第廿六》爭執之“開元廿三年地稅及草等，里正眾款，皆言據實合

蠲；使司勾推，亦云據實合剝”(48)．不過這也許是《新唐書》編纂時誤認“半”為“米”，遂不慎

將“地稅之半”縮略為“稅米”，待考． 

7"89:;<=̶̶>$?1204@ABCD 

上節闡述開元七年新政第（三）條之“凡內附後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為蕃戶也”此一但書，

可想見其展望之遠、擘畫之巨．對於四海諸夷，縱然義倉稅具有“夷獠薄稅，並不在取限”這樣看似

優惠的措施，亦知日本保有“夷狄新招慰，附戶貫者復三年”之開元令，但是在一、兩個世代之內，

包括安西四鎮在內的唐朝疆土黎庶，大概除了興胡等若干特殊身分外，便會幾乎全部轉化為法律意義

上的“百姓”． 

又，筆者以為要是把《六典》“薄”字看成“簿”字通假(49)，則條文便成為“夷獠簿稅，並不

在取限”，這可能意味著唐朝在過渡期間，其實仍允許四夷酋渠一定徵稅權，可自擁糧倉，不強奪其

稅得財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天寶初年唐中央無須向四座都督府提供公廨本，因為各蕃府內部機構

尚可由其固有稅收維持(50)．因而筆者主張在安史之亂爆發前，龜茲、于闐、疏勒、焉耆四府既向人

民徵收來自唐中央的輕稅（且提供一定的優復期間），也繼續徵收各國自有稅賦．8 世紀下半葉的于

闐仍有唐前期的輕稅痕跡：盡管彼時由于各方面條件的窘迫，稅率不斷增高，課稅對象、標準也可能

改變，但北京某氏藏《唐貞元七年（791）七月傑謝鄉頭没里曜思牒》所見“徵索稅糧、紬布訖”之

“紬布”(51)，有可能導源自附貫第三年（或第四年?）起繳納的輕貨．即使唐後期于闐徵紬布的對象

 
(45) 李劍農 1963,24; 堀敏一 1975, 268． 
(46) 《新唐書》卷五, 138． 
(47) 《舊唐書》卷八, 202． 
(48) 《籍帳》374 頁．亦參見薄小瑩、馬小紅 1982． 
(49) 簿、薄二字通假之一例，可參見薄小瑩、馬小紅 1982, 622． 
(50) 慶昭蓉、榮新江 2022a, 53． 
(51) 最新錄文、斷句請見慶昭蓉、榮新江 2022a,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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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於蕃戶，還納入業已轉化成百姓的于闐人民，部分原因無疑是于闐人早已習慣繳交這類輕貨給唐

朝官方了(52)． 

標準規範下的州縣戶政在文書上不記蕃戶、漢戶之分，一旦附貫，便成百姓．如吐魯番阿斯塔那

29號墓出土《唐垂拱元年（685）康尾義羅施等請過所案卷》所見保人(53)，有“庭伊百姓康阿了”、

“伊州百姓史保”、“庭州百姓韓小兒”、“高昌縣史康師”及“焉耆人曹不那遮”等．史康師大概

是西州百姓，僅貫以縣；庭伊百姓、伊州百姓、庭州百姓對西州官府而言應是行客，而庭伊百姓康阿

了是一位“兩貫百姓”．《舊唐書·職官志》曰(54)： 

ø+«ÿLN#�ê�yE4#cê89#cê~ãy3J!N#RêG�LR3`

池田温（《籍帳》86頁注 9）繫之為開元七年、二十五年令．承該注對《唐六典》瓜、沙、伊、

西、北庭、安西等邊州名單的整理，筆者相信至遲在開元年間，安西、北庭已經啟動居民附貫，而這

正是稅收之基礎．附貫的必要性，亦在於唐前期租稅課徵以本貫州為準，多數稅種要直到建中元年二

月詔“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55)，實行兩稅法後，才能依法強制要求客戶向居住所在之州府繳納

主要稅賦． 

垂拱年間，西陲戶政進程不明，其時焉耆之軍事、行政層級亦未完全釐定，很難說焉耆人曹不那

遮——姓氏看來是粟特——在西州算是行客還是合法居留的境外人士(56)．但到了開元中期，在西州

活動的焉耆人士應該就有必要冠以“百姓”或“蕃戶”等身分區別了． 

至此，讀者或許會懷疑，既然 8世紀初“西域”概念西移，龜茲等四蕃國是否宜於劃歸開元令規

範之“諸國”蕃胡範疇？筆者的答案仍然是肯定的．案《通典·州郡二》曰(57)： 

"[#µ´÷Ä$[#C·2K�#tCK0Ð%#&'(iC·%)376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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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開元七年新政所規範者，完全可能包括——甚至很可能針對的就是——同一年固定下來的

龜茲、于闐、疏勒、焉耆四鎮及其居民，重點在於制定從夷狄依序轉化為蕃戶、百姓的具體時程．至

於蔥右諸羈縻州府，朝廷鞭長莫及，始終定居當地的蕃胡人民似不得算成“內附”，仍然是版籍不上

戶部的一類羈縻州． 

 
(52) 從這點來說，筆者遽難贊同李錦繡（2014, 608）將該文書所見“稅糧紬布”視同“兩稅錢糧”，並且解釋為

于闐嚴格奉行唐後期兩稅法的結果． 
(53) 《吐魯番出土文書》叁，346–350． 
(54) 《舊唐書》卷四三，1825． 
(55) 《舊唐書》卷四八，2093．但一些稅捐可於寄住處繳交，如《唐六典》卷五，155 頁載府兵應納資者“每年

九月一日於本貫及寄住處輸納．本貫挾名，錄申兵部”，見王永興 1982, 131–132． 
(56) 值得注意的是大約寫於永淳二年（682）的 64TAM35: 41-3(b)《唐開除見在應役名籍》（《吐魯番出土文書》叁, 

491–492）多處記載應役者“客居焉耆”、“客居庭州”等記錄，有可能當時焉耆已經展開某種戶籍登記政

策，以備西州等地查考居民流動情形． 
(57) 《通典》卷一七二，4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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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大膽推測，開元七年新政的構想，可進一步追溯到開元三年（收復碎葉翌年）十一月命郭虔

瓘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大使之時，因為當時玄宗已研擬徙民實邊．《開元三年正月德音》云(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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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朝議紛紜，又遭逢開元五年突騎施蘇祿與吐蕃聯兵謀奪四鎮（尤其是碎葉），徙民實邊的進

展可能有限．當時，朝野並未一致認同玄宗之積極營邊方針，而突騎施、吐蕃犯境，大概也有阻撓玄

宗新政的動機在內．一派朝臣的看法反映在開元三、四年之交，韋湊力陳戶口、糧秣不足，反對郭虔

瓘要求增兵之奏疏．茲摘《舊唐書·郭虔瓘傳》如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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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此師之出，未見其名？”對此，劉子凡（2016: 285）認為郭虔瓘討擊對象就是勢力一度滲

透到拔汗那的吐蕃．不過細讀《資治通鑑》卷二一一可知，在開元三年十一月之前某個時間點，監察

御史張孝嵩曾向玄宗密陳磧西利害，請往察拔汗那形勢(61)．之後張孝嵩即偕當時的安西都護呂休璟

率兵征討拔汗那王阿了達(62)，張孝嵩親征，於該年十一月攻阿了達於連城，屠其三城，威震西域．

旋即張孝嵩犯贓汙，繫涼州獄，貶為靈州兵曹參軍．開元三年十一月郭虔瓘請兵之際，張孝嵩仍在拔

汗那前線，戰事未卜，因此姚崇抑止增兵，就顯得有些蹊蹺了——看來在姚崇等重臣眼中，郭虔瓘沒

有興師動眾的必要（續見下節）．不論如何，既然韋湊疏奏被納，玄宗很可能確實讓臣僚“計議所用所

得”，從而充分感受全國括戶、勸農之迫切性；而玄宗有意將磧西之治理方式內地化、民政化，由其

稍後任命文官出身的杜暹為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度便可看出（見第六節）． 

 
(58) 《唐大詔令集》卷八三，478．句讀微予更易. 
(59) 《舊唐書》卷一○三，3188． 
(60)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6712 頁記為開元三年十一月丁酉事．劉子凡（2016, 285）繫郭虔瓘奏請於開元三年

十一月，從之． 
(61)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6713–6714 頁．參見王小甫 1992, 147． 
(62) 按王小甫（1992, 147–148）分析，阿了達乃 715 年夏秋之間登基，背後主要支持者是吐蕃． 



磧西稅糧淵源考 75 

E"FG,6HI̶̶JKL(MNOP2Q?$R="7STD 

開元七年新政並非創舉．王孝傑收復四鎮不到十年，磧西稅政便開始布局，其事在郭元振《論十

姓、四鎮疏》有迹可循．郭元振之檢校安西大都護，除了與突騎施娑葛等外蕃關係良好之外，也與其

大足元年（701）遷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後解決隴右兵糧、屯政有很大關係(63)．郭元振檢校安

西大都護未幾，便發生阿史那（闕啜）忠節與娑葛矛盾爆發，阿史那忠節受周以悌慫恿，大動干戈之

事件(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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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過，各書記載不同(65)．目前看來，似乎沒有必要過度懷疑《舊唐書·郭元振傳》敘述真

實性(66)：它在細節上不盡準確，但其中提到的周以悌三大建言，即：一、發安西兵並引吐蕃以擊娑

葛；二、求阿史那獻為正統西突厥可汗以號召十姓；三、派郭虔瓘往拔汗那徵甲馬以助軍用，確實都

是郭元振《論十姓、四鎮疏》針鋒相對的論點，具有高度參考性．針對第一點，郭疏論點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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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論點映帶的唐、突厥、吐蕃與諸蕃關係，學者多有評析，在此僅強調郭元振觀點是四鎮兵士

自 692年以來“歲久貧羸”，兵糧欠缺．針對第二點，郭疏指出(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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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舊唐書》卷九七，3044． 
(64) 《舊唐書》卷九七，3045． 
(65) 代表性看法包括森安孝夫（1984, 25–26）、劉安志（2011, 126–132, 136–142）等，此略． 
(66) 詳論見劉子凡 2016, 234–239． 
(67) 《舊唐書》卷九七，3046． 
(68) “多”字由岑仲勉（1958, 77）復原． 
(69) 《舊唐書》卷九七，3046–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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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郭元振解釋碎葉之所以棄守，主因兵糧不足，但吐蕃招攬俀子也並不算成功(70)．因此郭主

張，只要磧西地區善自經營，壯大實力，不必扶植任何傀儡亦可君臨西域．其針砭第三點的說法更值

得玩味(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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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字證實，往昔阿史那忠節、郭虔瓘曾擅入拔汗那，以“稅”為名，徵收兵器（甲仗）、馬

匹（戰馬或運輸用馬）或等值財物．拔汗那不勝其擾，才不得已聯吐蕃、引俀子．其聯軍為王小甫

（1992, 133–134）繫於久視元年（700）秋．郭元振於 701年前後至疏勒調查此事，“不聞得一甲入

軍”，可忠節、虔瓘第一次“稅甲稅馬”時，若非拔汗那人不買帳（忠節非正統可汗，虔瓘亦非都護，

又未奉朝命，故稱“擅入”），就是稅物盡入忠節、虔瓘私囊，於唐軍毫無實益．所謂“恣意侵吞”、

“恣其吞噬”拔汗那軍資財富者，不是吐蕃或俀子，正是虔瓘、忠節．這兩人的行動顯然並不為郭元

振贊成，卻合乎主政者心意，從而周以悌希承意旨，也慫恿忠節、虔瓘再試一遍，而這從拔汗那的角

度來看不啻於反覆侵略．郭元振上疏直諫，為的就是力挽狂瀾，以免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 

筆者考慮拔汗那初受“稅甲稅馬”的政策背景為長安元年（701）十月詔：“天下諸州，王公以

下，宜准往例稅戶”(73)．亦即戶稅辦法不變，可是“天下諸州”的定義擴大了．這樣一來，拔汗那、

安西四鎮便都是當時抽取戶稅的試驗對象，乃郭元振執掌安西時肩負使命之一．則天、中宗先後不聽

勸諫，任憑忠節等人肆意經略——這想必包括中宗默許郭虔瓘再度到拔汗那“稅甲稅馬”——導致

安西再陷，四鎮路絕，由元振收拾殘局．這段將近十年動盪的主因固然是西突厥諸部糾紛，卻也有當

政者操之過急的因素在內．因而筆者相信，此後唐朝對四鎮之徵賦有所鬆弛，直到玄宗決意發動新制

為止． 

 
(70) 關於阿史那俀子，參見森安孝夫 1984, 22–24; 王小甫 1992, 117–118, 129–133; 劉子凡 2016, 259． 
(71) 《舊唐書》卷九七，3047． 
(72) 《新唐書》卷一二二，4364 頁作“蒐兵稅馬”，可通． 
(73) 《通典》卷六，107 頁．日野開三郎（1977, 38）以為此詔著重於否定唐朝王公貴族的免稅特權，亦可備一說．

限於篇幅，茲不回溯則天時期稅政、括戶與郭元振營邊，只須指出證聖元年（695）李嶠上表請求括戶，建議

“限滿不出，依法科罪，遷之邊州”（《唐會要》卷八五逃戶門，1850–1851），已反映徙民實邊構想，只是不

清楚彼時“邊州”定義是否已包括磧西、北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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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開元三年末，郭虔瓘奏請增兵一萬之議．從虔瓘立場來說，他往昔不過是履行則天意志，向

蔥右試行徵稅而已．其開元三年奏議被韋湊批評為“此師之出，未見其名”，暗示部分朝臣懷疑虔瓘

動機不純，可能有意公報私仇，懲罰昔年拔汗那事件有關之反抗者與叛唐者，這大概就是姚崇等重臣

予以抑止的考量之一．實際上，就在開元三年夏秋，也就是配囚至嶺南、磧西諸州之《正月德音》頒

布不久，拔汗那再次與吐蕃結盟．淺見以為拔汗那立場反覆，未必全因吐蕃等外力左右使然，癥結很

可能就在於面臨玄宗新政的恐懼．要言之，在則天、中宗眼裡，拔汗那是開展課賦、徵求版籍的試金

石；不幸就是這樣的企圖才讓吐蕃有機可趁，擴張其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而吐蕃與諸蕃結盟，又使

玄宗不得不更加積極應對處理． 

U"VWXYZZ[V\]^6_`FG"ab)cd 

杜暹出任安西副大都護兼磧西節度，考論甚眾(74)，其出將入相之生平卻還有值得玩味之處．其

磧西事業開展之初，乃是開元四年奉命覆屯．也許朝廷仰仗其在大理寺之司法經驗，令其前往磧西稽

查屯收、屯戶之際，檢點三年正月德音頒布後流配的囚徒．覆屯歸途上，臨時奉命調查郭虔瓘、突騎

施之間爆發的某種糾紛． 

杜暹不像郭元振等邊吏，他一開始與外蕃沒有私人恩怨，只是作為中央司法官僚出差．茲侈錄

《舊唐書·杜暹傳》如下(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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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詳見劉子凡（2016, 287, 294–295）回顧辨析，茲不贅． 
(75) 《舊唐書》卷九八，3075–3077，句讀微有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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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暹奉詔調查郭虔瓘等人糾紛的過程中，出現“絕域”“幕下”“出境”“渡磧”字眼，可知饋

贈黃金之“蕃人”主要指突騎施或與其過從之粟特胡．過後“蕃人伏其清慎”之“蕃”，則可泛指杜

暹出使時遭遇的各鎮酋渠黎庶．其人在文人眼中不學無術，在武官眼中亦乏於軍功，職涯更近於一名

熟知法規、擅長經濟又能週全人情的官僚．開元十二年，杜暹奪服擢為安西副大都護，筆者以為這可

能就是為了括戶．因為已知開元九年至十二年間宇文融舉名士，就有三位是大理評事出身、一位大理

寺丞出身(76)．而著名的開元十二年四月敕云(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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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以說是把《開元三年正月德音》之特赦予以常態化．此敕言及開元十二年以前，磧西就有受

戶部、刑部管轄的人戶，說明《正月德音》有所執行．它在性質上為全國性的正式緩刑條例，除了江

淮、劍南、嶺南犯人各有移隸地，全國各地竊盜犯均全家移隸磧西(78)．磧西之犯盜者，更無邊陲可

移，故仍照“常式”．實情大概是內地流配而來的囚戶犯盜者仍須受滿一百杖；磧西舊有居民之犯盜

者不予流配，按本地習慣法執行． 

該敕頒布後，玄宗隨即發布勸農收稅政策．同年五月《置勸農使安撫戶口詔》曰(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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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名單見孟憲實（2001, 370）整理．案：孟文已回顧宇文融相關研究，本文則重新從磧西角度著眼． 
(77) 《唐會要》卷四○《君上慎恤》，841．參見《唐大詔令集》卷八二，474 頁《減抵罪人決杖法詔》． 
(78) 阿斯塔那出土 Or. 8212/520（Ast. I. 4. 018）《開元年間西州都督府諸曹符帖事目歷》第 4行錄文曰“  ］驢犯

盜移隸蔥嶺事”．文書年代不明，罪犯本貫亦不知，但可以推斷此人移隸為蔥嶺守捉管理的人戶．參見《史

稿》第三冊，240–241． 
(79) 《唐大詔令集》卷一一一，576–577． 



磧西稅糧淵源考 79 

ï`abc#xd·�#µµG�ëª+#,�·�#���Õ:e#f-gh#>Íi

@#ÅGðj#"kçz%l#mÈy|T�#Z�kpm.On¯3JÏq,V#¸§Ì�

+#op¸�#9EKv#ëqrst#ëurÕv3¸L>^#�Ðwx3`

�ì'by#�S,Ë#lÚ�z#p�zo3¬[§N{�#,g|�Îv3zÈKß

2£ÁQÀBC}j~Q6ÅS�´#ã¦��#$Î+l#>ÍO~¿LÐÑH�#I��

�T�#��iÕN#,����#�©Yã#�È$�#m´óô3[r��«�#R�8

³«-#>�«�#f�ÐÑ#�rÕ�«L3`

傅安華（1934）等中外史家分析此詔時，多視“逃戶”為內地貧戶、流民．但磧西亦是開元天下，

很可能也在巡按、安撫範圍內．第三節舉開元九年《科禁諸州逃亡制》之所謂“百度伊始，萬邦在

宥”，說明開元七年新政的施行範圍不侷限於傳統意義上的華夏地區．這麼一來，把彼時以來尚未全

面附貫的龜茲等四蕃府居民視為“逋逃”或者“習俗或然，以為抵法”一輩，是完全說得過去的．孟

憲實（2001, 359）綜述唐代括戶問題時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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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一旦把這樣的看法套用於塔里木盆地，就可以看出杜暹出任安西副大都護兼磧西節度

之使命，正在於與安西、北庭各酋渠合作以取得戶口、田地資料．故而磧西稅糧最初較明確的法源依

據，便有可能溯及此詔之“任逐土宜收税，勿令州縣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放”．是否果然如此，

後文繼續辨析，這裡先觀察杜暹上任與宇文融政策的關聯． 

開元十二年八月，宇文融除御史中丞，充諸色安輯戶口使(80)．“安輯”與杜暹之“綏撫”相呼

應．對照杜暹前任之張孝嵩，《新唐書》說得是(81)： 

�µ#���#LFþ�#Ð���K3Í$[Å@Äþ#ã���3wØ¶·#e3`

張孝嵩慷慨好兵——可見有好大喜功、開銷闊綽之嫌——卻又勸田訓士（主要應指開發可耕地、

發展屯政而言），府庫盈饒，讀來令人感到有些前後矛盾．已知張孝嵩於開元十年左右自北庭節度使

兼北庭都護轉為安西副大都護領四鎮節度(82)，頗疑張孝嵩也已經奉命括戶勸農，其間搜刮過甚，人

心浮動，朝廷遂緊急指派杜暹代替而撫之． 

實際上，《資治通鑑》卷二一一描述開元三年夏秋張孝嵩屠拔汗那城，隨後因貪贓污而下獄，可

見此人屠城時獲得不少好處．這說明為何杜暹甫到職，便能料想于闐陰結諸蕃叛亂——于闐王族想抵

抗的(83)，恐怕就是唐朝全境一體括戶、括籍外剩田之新政，並且早已對張孝嵩主持的“勸田訓士”

 
(80) 《唐會要》卷八五，1847． 
(81) 《新唐書》卷一三三，4544． 
(82) 劉子凡 2016, 291–292． 
(83) 伊瀨仙太郎（1968, 311）認為于闐叛亂是吐蕃教唆，森安孝夫（1984, 34）贊同前嶋信次而傾向於與突厥、突

騎施相結．王小甫（1992, 168）認為兩者兼有．突騎施、吐蕃的介入自然都有可能，但倘若張孝嵩去職、杜

暹就任皆與括戶、籍田有關，那麼陰與于闐勾結者也完全有可能包括一些心懷疑慮的其他蕃國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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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所不滿．杜暹甚孝，其之所以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84)，恐怕四鎮民情刻不容緩．故而

其單騎赴任，可能意在仿效聖曆年間裴懷古之綏撫嶺南．《舊唐書·裴懷古傳》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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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嶲之地，和磧西一樣有待充實、經營．故而筆者認為杜暹之赴任，與開元十二年五月《置勸

農使安撫戶口詔》約略同時，相當於宇文融括戶第二階段，他除了應該和其他名士一樣“分往天下，

安輯戶口，檢責賸田”(86)，也必須收拾張孝嵩製造的紛擾．杜暹之所以脫穎而出，當為其品格之清

潔及其刑律、吏政之嫻熟，不但取得玄宗信任，還早就贏得蕃、漢民心，不與任一方勾結．故而不妨

推測，杜暹坐鎮安西（或兼領北庭）期間，繼續推動括戶、籍田與賦稅，只是政策有所寬鬆．這可以

從《舊唐書·宇文融傳》錄開元十三年二月宇文融使還之際的朝廷制文看出(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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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詔意在存撫，復業歸首之戶不須挾名．這樣的旨意施於安西四鎮，意味著什麼呢？設若有逃戶

潛至安西，或有犯人流配當地而逃匿，自首後即成歸首，受安西都護府戶曹管制、調配；設若有已附

貫西、伊、庭的胡人（如上舉“伊州百姓史保”之流）來往龜茲並在龜茲擁有居宅，在龜茲便不妨括

 
(84) 《新唐書》卷一二六，4421．《舊唐書》卷八，190 頁作檢校黃門侍郎兼磧西副大都護． 
(85) 《舊唐書》卷一三五下，4808．句讀微有更易． 
(86) 見《唐會要》卷八五, 1852． 第二階段（開元十一年五月至十二年底）布局見孟憲實 2001, 370–373． 
(87) 《舊唐書》卷一○五，3220．許多學者已從全國戶政、財政角度分析，茲不一一回顧．孟憲實（2001）認為

此制頒布之後應視為第三階段．至於磧西，杜暹施政的進度可能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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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客戶；設若有龜茲人在龜茲、焉耆都有親戚，其身分、本貫便需要決定；又設若一名龜茲人安居樂

業，卻不在龜茲都督府上報的資料裡，亦有必要正式納入統計．即使無須一一挾名匯報中央，至少需

要計算人、戶數，評定戶等． 

換句話說，安西括戶即塔里木盆地之人口普查．杜暹大概會委派四蕃府各自括清居民——包括本

地舊有居民（蕃戶、漢戶）、新附貫之內地居民（以犯戶為主）、內地來的各種客戶、西域入境人士、

可疑份子等等．普查後，可能只有本地蕃戶及若干不通漢語的西域人士繼續由各蕃府管理．因為其他

種類的居民，其名氏、資料足以登記在一份漢文製作的初步計帳．括戶之初，各蕃府大概仍有權利在

某種程度上管轄境內漢戶、行客，但隨著括戶加緊，恐怕就不再允許嚴格意義上的本地漢戶了．也就

是說，除了流配各鎮、戍、守捉而歸安西都護府直轄的罪犯家口外，當局有可能讓四鎮舊居漢民登記

祖籍，劃歸客戶．這樣就基本形成了不論土、客原則上均交輕稅的結構，即新附蕃戶承擔輕稅而復二

或三年（頭一年的銀錢；優免過期後輸羊、輕貨或供馬出差），新括漢戶亦免五年課賦（惟須一口氣

付清 1,500文客戶錢(88)），這讓安西四鎮名符其實地成為“輕稅諸州”之一． 

杜暹綏撫之下，磧西趨穩．然而就在杜暹入朝之際，突騎施蘇祿、吐蕃贊普圍攻安西．據《舊唐書·

玄宗本紀》，杜暹於十四年九月己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89)．《舊唐書·突厥下·蘇祿》錄其始末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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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暹答覆之所以如此強硬，未必是意氣用事，大有可能是為了履行皇帝意志，維持唐朝的超然地

位而不得不然．倘《舊唐書·杜暹傳》載“暹在安西四年”不誤，則蘇祿入侵於十五年初春，傾銷馬

匹死於十四年冬季．可見杜暹於十四年秋季入朝議事甚重要．其秉議之事，可能正是磧西、北庭二地

括戶、籍田、儲糧的階段性成果及未來展望．因此即使蘇祿尋釁入侵，玄宗也並不怪罪杜暹，仍得以

登堂拜相． 

趙頤貞於開元十五年閏九月擊走敵軍(91)，但四鎮貯積、人畜盡失，可能只有安西都護府之城池

本身得以守護．筆者猜想突騎施、吐蕃所覬覦者，正是開元七年以降得來不易的經略成果，包括屯墾

收成、內地轉運糧草以及括得客戶、蕃戶逐漸開始交納的稅物．由此筆者假定，開元十五年秋季四鎮

資糧的再度匱乏，有可能便是磧西稅糧制正式啟動的時間點，盡管這距離這項稅收的規範化、制度化

可能還有一段較長的時間． 

 
(88) 《通典》卷七作“六年”．承日野開三郎（1988, 186）言及，為何傳世記載有“五年”或“六年”之差異，

待考，筆者懷疑是頭一年支付客戶錢加上其後免賦五年，一共六年．客戶錢實際上也不妨看成對逃戶課徵的

轉換身分罰款，正如同高昌僧尼重新入唐朝僧籍時繳交的“賊臘錢”．關於後者，見慶昭蓉 2017, 391． 
(89) 《舊唐書》卷八，190． 
(90) 《舊唐書》卷一九四下，5191．蘇祿圍安西、掠四鎮與吐蕃攻甘州背後疑有合謀，見劉安志 2011, 216． 
(91) 《舊唐書》卷八，191．《通典》邊防一五，5463 頁曰“人畜並為蘇祿所掠而去”，未必是說全部俘虜到唐朝

境外，很可能包括因入侵而四下逃散脫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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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歷史記載，蘇祿開元十五年入侵安西時只掠奪四鎮，未分兵北庭．顧及北庭亦可能受杜暹節

度(92)，不妨借北庭文書探索開元七年新政以及宇文融括戶之履行． 

池田溫（《籍帳》，85–86）指出，早在開元十年，河西、西州即見括戶成效．北庭、磧西亦受括

戶、籍田與否，淺見以為線索就在著名的藤井有鄰館藏 15號文書《唐開元十六年北庭金滿縣牒》(93)： 

1 ⾦滿縣  牒上孔⽬司 

2   開⼗六年稅錢，⽀開⼗七年⽤． 

3   合當縣管百姓、⾏客、興胡，總壹阡柒伯陸拾⼈，應⾒稅錢，總計當 

4   貳伯伍拾九阡陸伯伍拾⽂． 

5       捌拾伍仟陸伯伍拾⽂，百姓稅． 

 （後缺） 

牒文未見“蕃戶”而只見“百姓”、“行客”、“興胡”，當因金滿乃是正規的縣，且為北庭治

所(94)，屬性與龜茲等四府不同，稅務文書不區分蕃、漢．從這個意義來看，金滿、龜茲值得相較，但

不可完全比擬． 

在盧向前（1990）、沙知（1991）等前人論考基礎上，荒川正晴《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

帝国》（2010, 360–370）對牒中“百姓”、“行客”、“興胡”身分區隔辨析甚詳．可惜該書未特別

講究從儀鳳到開元的疆域概念變化，往往只區隔內地州縣、羈縻府州兩種範疇以立論(95)．不過，荒

川（2010, 365–366）主張“興胡”主要是出身窣利地區羈縻州都督府的粟特人的看法，仍深具啟發性．

筆者擬進一步明確《金滿縣牒》之人身分別如下： 

當縣管百姓： 本貫在金滿縣之百姓（不論蕃、漢；含本貫設於金滿之商賈戶） 

（當縣管）行客： 本貫在其他州縣（含安西四鎮）而合法在當縣活動的客戶（不論蕃、漢） 

興胡： 自稱本貫西域（蔥右）而被允許在唐境活動之商胡 

李錦繡曾主張《金滿縣牒》表明“戶無土客，以見居為簿”的兩稅方針，在開元十六年既已實施

而不始於建中(96)，觀點具有參考性．同氏又指出(97)： 

 
(92) 考辨見劉子凡 2016, 295． 
(93) 錄文參考《籍帳》354 頁與沙知 1991． 
(94) 金滿縣似已於長安二年置縣，詳見劉子凡 2016, 65–67． 
(95) 用詞分別是“直轄州縣”和“羈縻府·州”（荒川正晴 2010, 365）．參考同書 309–310頁對庫車出土大谷 8074

《8 世紀(?)安西差科簿》等文書闡析，龜茲、于闐在書中劃歸“羈縻府·州”一類，筆者認為這不太合適．

王永興（1994, 45）先生業已提出：“開天期間，龜茲、焉耆、于闐、疏勒雖仍保留國王及其下官僚，但實際

掌權者為以安西都護為首的行政系統及各級軍政官吏，這些皆為唐制，此點與羈縻州府不同”，其看法應當

參考． 
(96) 《史稿》第二冊，67． 
(97) 《史稿》第五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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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筆者認為與其聲稱開元中期已具備兩稅思想，不如說唐人正是在處理逃戶難題以及徙民實

邊政策的擘劃、實踐過程中，逐漸獲得戶稅不應區分土、客之認識．至於是否三種應稅者所繳納者都

是戶稅錢，這個問題必須放在括戶歷史背景下檢視．案：上舉開元十三年二月制曰“其客戶所稅錢，

宜均充所在常平倉用，仍許預付價直，任粟麥兼貯．”庭州是否設常平倉，又是否與安西、西州、伊

州等倉互通有無，有待歷史學、考古學深入分析(98)．可是不少學者主張《金滿縣牒》統計的 1,760人，

俱屬金滿縣掌管的“編戶之民”（語出荒川正晴 2010, 360），所稅錢全屬戶稅（如上引李錦繡語），

筆者看法則不得不有所保留，理由是：一、客戶納入現居地管轄，於法有據，卻很難說金滿縣能羈管

興胡到什麼程度；二、規定客戶應受現居地管轄的法令，其頒布時間與《金滿縣牒》的先後關係不易

釐定．為說明筆者考量，須進一步審視括戶政令．《通典》卷七載開元九年事云(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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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九年正月宇文融出使，名為“勾當租庸地稅兼覆田”(102)，正是為了勾當租稅逋逃、檢括地

稅（義倉稅）並查考罪犯流配與田作．若北庭此際啟動檢括，六年過後便是開元十五年，與《金滿縣

牒》時間點接近．參考劉子凡（2016, 290–292, 376）考論，這六年間的北庭主政者先後為張孝嵩、楊

楚客，至遲在開元十年三月，楊楚客已代張孝嵩任北庭節度使兼北庭都護、瀚海軍經略大使(103)；張

孝嵩則於同年閏五月之前，便已取代湯嘉惠而成為安西副大都護．吐魯番出土文書顯示，唐朝在開元

十年前後設有統管伊、西、北庭的財政使職，即支度營田使，或稱“西庭營田使”，其使由北庭都護

兼任(104)，可見張孝嵩、楊楚客二人可能都曾經受命在北庭一帶推行新政． 

 
(98) 金滿縣既兼北庭府治，可能設有常平倉．但盧向前（1990, 317–319）指出新疆博物館藏《蔣化明辯案》提到

開元二十年秋季，北庭金滿縣百姓蔣化明由於飢貧，驅驢經西州前往伊州納和糴，其為何不至西州、庭州納

和糴，盧向前詮釋為和糴之非強制性且有利可圖，待考．值得注意的是，26歲蔣化明辯稱自己“先是京兆府

雲陽縣人嵯峨鄉人，從涼府與郭元暕驅駝至北庭，括客，乃即附戶為金滿縣百姓”．其附戶月日不明，但看

來即使有所優復，到了開元二十年秋冬仍飢貧不堪，恐怕前往和糴途中一度被視為逃戶而加以考問． 
(99) 《通典》卷七，150–151 頁．孟憲實（2001, 368）將括戶第一階段分析為開元九年二月至十一年五月，指出

“此階段宇文融的作為主要不是實地括戶而是籍帳文書的勘檢入手”，值得參考． 
(100) 疑似開元十年製作的庫車出土漢文書 PellTot chTnoTs D. A. 30極殘，或與查考磧西管內兵將功勳有關．錄文見

Trombert 2000, 30． 
(101) 亦參見《舊唐書》卷一○五，3217–3218． 
(102) 孟憲實 2001, 366．承該文指出，這些罪犯與田作有關，故稱“覆田”，亦作“覆囚”。 
(103) 榮新江 1994, 213． 
(104) 劉子凡 2016, 253．並參見丁俊 2010, 41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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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戶、籍田第二階段自開元十二年起，杜暹赴任時刻略同．從《唐會要》卷八五《逃戶門》載皇

甫憬上疏批判“何必聚人阡陌，親遣檢量”可知(105)，此階段主要任務在於貌定人戶、丈量耕地．同

卷戶口使門載開元十二年八月，宇文融除御史中丞，充諸色安輯戶口使(106)，可見此前已從全國各地

匯集了一份括戶、籍田而得之全新版籍，故而使命從“勾當”改為“安輯”．之後朝臣仍議論不已，

其中戶部侍郎楊瑒建言，稱“括客不利居民，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敝，所得不如所失”(107)，玄宗不

納．關於楊瑒批判的“籍外田稅”，筆者以為安西、北庭便含有所應調查的“籍外之田”，而調查出

來的田地恐怕也就此納入課稅計畫中．盡管邊州籍外田的稅法細則看來並未頒布，也未必即刻就向所

有地主徵稅，但這種新規定顯然給予專事聚斂的地方官吏可乘之機．結合《舊唐書·食貨志》所述(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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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會要》說開元十二年歲終“得客戶錢百萬”，《舊唐書》則曰“得錢數百萬貫”，後者也許

還加入“籍外田稅”，所以陡增數倍．看來“籍外田稅”以錢支付，但是否全國一律如此，尚不清楚．

金滿縣既為正式州縣，則《金滿縣牒》所計人戶很可能就包括開元九年以來陸續括檢而得的行客等各

色人戶，其優免期間則依據具體括得年度，從開元十—十五年依次下推，最早括得的客戶在開元十六

年也該回復正式徵賦了． 

沙知（1991）等前賢學者未探討括戶影響，直接主張金滿縣戶口中行客、興胡占比高於百姓．

這類看法有其道理，但是筆者認為單憑此牒，不能完全決定當縣境內百姓、行客與興胡比例．三者

都仍然只能是未知數，難以推估相對高下關係．特別是一些研究指出，此牒反映的人均稅錢 147.53

文（259,650 / 1760）遠少於正規百姓戶稅額，從而推論此縣百姓無論如何應該較行客、興胡總和為

少(109)，卻忽略了開元十六年理論上仍處於括戶運動及其後續減免期間，不宜使用正規戶稅錢額直接

推估戶數或人口． 

筆者假設開元十四年秋杜暹入朝之際，北庭括戶大致告一段落．那麼由於括戶並非一氣呵成，到

了十六年想必會有不少戶口（特別是行客）仍處於減免期間，因為他們在遭受檢括的那一年，就應該

一次性繳納過丁稅 1,500文了．這便能夠解釋為何《金滿縣牒》整體人均稅額偏低．由於我們不清楚

當地具體括戶進度，以及客戶的出入動態，不可能只按照殘牒所見數據，就推估該縣百姓、行客、興

胡之相對多寡．倘若一定要試行估算，那麼按杜佑每戶平均稅錢 250文的算式，開元十六年金滿縣約

有百姓 343戶（85,650 / 250 = 342.6），若百姓戶均 4人，其人口超過千人．李錦繡指出，“從戶稅的

 
(105) 《唐會要》卷八五，1852． 
(106) 《唐會要》卷八五，1847． 
(107) 《唐會要》卷八五，1853． 
(108) 《舊唐書》卷四八，2086，句讀微有調整．《新唐書·食貨志》卷五一，1345 頁更簡略：“括籍外羨田、逃戶，

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 
(109) 例如荒川正晴（2010, 361）先生取“下下戶每年 500文”為參考值，似有未宜．此值取自大曆四年正月十八

日敕，更可能是大曆四年調整戶稅額（《唐會要》卷八三，1817；堀敏一 1975, 274–275；日野開三郎 1977, 35；
船越泰次 1987, 203；《史稿》第二冊，65–66,69）．開元、天寶之全國戶稅錢，採杜佑估算更佳，亦即以每戶

平均 250 文為准，見《通典》卷六，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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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趨勢看，開元二十四年的稅額比天寶中還要低”（《史稿》第一冊 47頁），是則開元十六年金滿

百姓戶數可能高於 343戶，其人口比起當縣行客、興胡未必遜色． 

又，在上述一連串全國性括戶政策中，並未明確提出針對興胡的具體措置，這也許是因為其課稅

自儀鳳以來沒有顯著變化．北庭首府具體依靠什麼標準向這些商賈徵稅，又是否與輪臺一地重複徵

稅，尚屬未知．用現代話語形容，就是金滿縣官手上應該握有一份外籍人士出入境名單以資管理，但

是否也比照普通居民（包括戶籍在本地、外地者）編入當縣戶口計帳、一視同仁地抽取了居民稅、所

得稅或資產稅，甚至加抽縣境內的入境稅與商稅，而不是僅僅發了一張旅行證或居留卡並存檔，卻有

待更多證據．比如唐前期造僧尼籍但不課徵稅賦，可見造籍不必然意味收稅．在現存唐代手實、計帳、

戶籍殘片中尚未見“興胡（興生胡）”一色的研究條件限制下，開元時期的興胡是否比照一般百姓抽

戶稅此一課題，在此避免過於穿鑿．惟單以《金滿縣牒》而言，牒文計“人數”而不言“戶數”、“丁

數”，暗示當縣向興胡徵取的稅錢未必按戶出稅，不排除含有交易稅等特種稅．這樣一來，便比較容

易解釋為什麼百姓稅錢只占全體稅得錢額的三分之一（85,650 /259,650 = 0.33）：這恐怕是因為興胡人

數雖少，人均稅額卻較高，待考． 

筆者擬進一步推測，北庭在開元九、十年就建立節度使孔目司督察人口之體制，以分辨土、客、

興胡及可疑人士；十五、十六年起，括得客戶逐步恢復徵賦．從財政大事來看，開元十六年確實冒出

一串新政，值得放到西北檢視．如《唐會要》卷八三租稅門載十六年七月敕曰(110)： 

UypLl*)#zÈy|}�Ú©[#æ0s]�3þ>]<Ls~n$#$3�s]

|0Lä ,ò#>^~,�O%#�4v�&3`

可見此年開始，嚴查諸州應繳正租、地稅等諸種課賦，《金滿縣牒》正是嚴格上報當年稅得錢財

的牒文，盡管它的性質看來較偏向戶稅，說不定還包括幾筆臨時括得的客戶錢．另外，因應十三年二

月制客戶稅錢用於常平倉的規定，開元十六年十月敕曰(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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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北庭彼時已設常平倉，便該將客戶錢專款專項收糴，收糴後還得再詳細上報，這是筆者猶豫

新附客戶錢（即丁稅 1,500文）是否列入《金滿縣牒》稅錢總額的原因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唐會

要》卷八四《移戶門》載開元十六年十月敕(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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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唐會要》卷八三，1816． 
(111) 《舊唐書》卷四九，2124．P. 3481背《唐開元二十二年沙洲冬季勾帳草》第 116–126行（錄文見《籍帳》372–

373 頁；《史稿》第一冊，196）所見開元十九年“上稅錢價粟充和糴”，疑即奉行此敕． 
(112) 《唐會要》卷八四，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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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已有認識，大稅（第一限稅）原則上應在前一年度十一月納畢(113)．設若《金滿縣牒》上報孔

目司的“開十六年稅錢”，性質全然為全國性戶稅，則應已於十五年冬季納畢，頂多拖延到十六年二

月．這種情況下，《金滿縣牒》大致繕製於開元十五、十六年之交，其“開十六稅錢”之稅額及應稅

者身分便不受十六年十月敕影響．可以想見，等到此敕於其年冬天抵達北庭，金滿縣便須調查境內現

有客戶（含行客），並與其他州縣商量計會，決定哪些客戶改編為庭州金滿百姓，並接納更多來自其

他州縣的移民，分給田地，給予“永年優復”．這樣的優惠政策，也許就是為了盡快補充因蘇祿掠奪

而喪失的人力、物力，而所謂“緣邊州府”的重點地區很可能包括北庭、安西．這麼一來，學者推估

開元十六年前後的金滿縣人口規模時，更加不應該率意取全國百姓之戶稅錢平均額來計算了． 

開元十六年十月敕在金滿縣應有所實施．《唐會要》卷七○《量戶口定州縣等第例門》載(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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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滿縣在天寶元年編成之《天寶十道錄》是中縣(115)，故應超過二千戶，戶口成長顯著．要是開

元十六年前後，安西四鎮已完全視同隴右道一州，那麼安西括得客戶（尤其是本貫為內地州縣者）亦

應一例處置，亦即可以按照其意願改貫安西，分得良田沃壤，享有“永年優復”，同時接納更多來自

其他州府的移民．田地既可能來自新括得的籍外剩田，亦可能來自廢屯．這些政策與張說開元十年奏

罷緣邊戍兵之關係(116)，不在本文論限，但至少大谷 3473《唐開元十九年正月至三月天山縣抄目曆》

提示當年度天山縣一帶“廢屯稅子粟麥”高達四千石(117)，安西、北庭括戶與屯政彼此如何連結，值

得學者探究．總而言之，筆者認為不止河西、西州，磧西、北庭括戶亦見成效．盡管宇文融於開元十

七年罷相，朝廷對西北的掌握卻大為深入． 

n"&,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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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推測張孝嵩有聚歛太甚之嫌，故杜暹於開元十二年出任安西副大都護兼磧西節度以綏撫．

將此猜想與和闐麻札塔格出土 Or. 8211/969-72《唐開元九年十月至十年正月于闐某寺支出簿》以及和

闐地區出土開元十年、十五年漢—于闐雙語納糧條記木簡彼此觀照，可望有所突破． 

荒川正晴（2011, 41）推斷，開元十年、十五年漢—于闐雙語納糧條記木簡皆出自達瑪溝附近的

麻札托格拉克．筆者則注意其用詞特色，略舉兩例並列表如下： 

 
(113) 《史稿》第一冊, 47；第二冊, 59, 62． 
(114) 《唐會要》卷七○，1457． 
(115) 文書定名從榮新江 1999． 
(116) 《資治通鑑》卷二一二，6753 頁載開元十年八月：“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張)說以時無強寇，奏罷

二十餘萬使還農”． 
(117) 參見堀敏一 1975, 324, n. 28;《史稿》第二冊, 24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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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第一組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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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第二組第 3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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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十年高達 35件的納糧條記全寫作“送”，五年後全寫成“納”，統計學上這樣的分布絕非

偶然．荒川舉證的敦煌文書 P. 3348背《唐天寶六載十一月河西豆盧軍軍倉收納糴粟牒》暗示，學者

不宜僅憑“納”字就判斷為地稅或戶稅折納物，因為由該敦煌文書第 2 行可知，行客付“交糴粟”

時，動詞用的也是“納”． 

可以看出，表中由“送”改“納”，與漢文部分是否提到“叱半”相關．筆者以為這意味著從開

元十年到十五年間，于闐地區確立了由村坊級叱半代理唐朝收稅的制度，這些人從運送、代遞者角色，

轉變為被課者的法定代表人．“送”、“納”之別，在大谷 4904《唐天寶四載某府張惟謙牒》亦有

所見(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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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仙（高惟仙？）交出當年勾徵的天寶三載稅錢給休胤，稱為“納”；休胤交到某府稱為“送”．

據此看來，開元十年的張並等唐朝官、典，實際明白拔伽伊里桑宜之流乃是本地胥吏，但是那時候對

這類蕃胡小吏缺乏明確的表述方式．故而伊里桑宜在開元十年條記的漢文部分，只標示出其本貫拔伽

（六城之一），層級相當於鄉；五年後，身分明確為屋悉貴村叱半．倘此看法不誤，那麼于闐地區的

蕃、漢雙軌行政大概就是在杜暹綏撫期間邁向新階段，亦即安西都護對六城拔伽一帶人口的掌控，從

鄉級深入到村級．換句話說，開元十年—十五年期間，于闐有所括戶，盡管也許並非境內所有州府都

以同等速度推行． 

從開元十年到十五年，恰好經過五年．其間空窗，是否正是括戶後的免除徵賦期間？倘是，那麼

伊里桑宜於開元十年秋季陸續運來的，總計達 80.8 kūsa（碩）的糧食斛斗，是否含有此人從管區徵得

“每丁量稅一千五百錢”之折納物呢？確實以單筆平均數字而言，伊里桑宜在開元十五年所納斛斗，

遠比五年前少得多（每筆不到 1碩，開元十年單筆則可高達 26碩，參見榮新江、文欣 2009表一）．

 
(118) 《大谷文書集成》三，60–61． 

 語言 件數 斛斗名目 所用動詞 叱半號 日期 

新出開元十年木簡 雙語 35 未名 送 / Khot. hauḍä 無 八至九月 

新出開元十五年木簡 雙語 4 未名 納 /（省略未寫） 有（僅漢語部分） 九至十月 

英藏開元十五年木簡 漢語 10 十五年 

駝驢料 

納 有 八至十月 

（含閏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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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稅簡反映的具體制度，將是筆者未來課題之一，在此僅指出《唐開元九年十月至十年正月于闐某

寺支出簿》也值得重新思考．茲舉其稅賦有關支出如下(119)： 

第 11–13行：十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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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32行：十一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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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行：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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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7–58行：開元十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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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充還”，表示寺方償付收款人先已自行代墊或花銷了的款項(120)．例如十月廿九日付給求

福 760文，是償還他先前代墊而支付匠人寶才的雇價；十一月廿九日給閻門捺 150文，也是還付工匠

先前自行吸收的成本，皮貨早就交件了．整篇支出曆裡“充還”的例子還有一些，例如第 20–21行提

到出 1,000文“付孔家，充還先沽甜漿一甕價”．與此相對，第 21行提到出錢 370文“付瓦匠莽宜，

充造巩器手工價”，顯然莽宜收錢才開工．故而寺帳上稅賦支出使用“充還”一語，表示是叱半代替

被課徵（或勾徵?）的寺家人繳交某些稅，寺院之後出錢補償． 

又，第 13行盆仁挽之稅值，學者多理解為“稅並草兩絡子價”(121)，但其間殘字實僅二字之高，

應復原為“稅草兩絡子價”．茲整理並解代數命題如下： 

年月日 被課稅人 名目 稅值（文） 收稅人 
開元九年十月廿九日 家人悉末止 稅并草兩絡子價 1,730 市城政聲坊叱半勃曜諾 
開元九年十月廿九日 家人盆仁挽 稅（草兩）絡子價 200 市城政聲坊叱半可你娑 
開元九年十一月廿九日 家人勿悉滿 稅草兩絡子價 200 市城安仁坊叱半慶蜜 
開元九年十二月一日 家人勿悉滿 又科著稅 550 市城安仁坊叱半虵蜜 
開元十年正月廿二日 家人悉勿吉良 又科著稅并草兩絡子價 800 西河勃寧野鄉 

厥彌拱村叱半薩董 

 

 
(119) 此件文書定年、定名從池田溫 1996，行數標示從沙知、吳芳思 2005． 
(120) 堀敏一（1975, 344）已有類似認識，只是聲稱所稅為唐代國家正稅及稅草，值得商榷．李錦繡（《史稿》第三

冊，289；2014, 601）不將“充還”視為一詞，稱“還家人”即“家人”，未宜． 
(121) 池田溫（《籍帳》，348; 1996, 209）作“稅並草兩絡子價”，李錦繡（《史稿》第三冊, 289）從之．沙知、吳

芳思（2005, 325）作“稅□□□絡子價”．最近吉田豐（2006, 128）、李錦繡（2014, 601）均作“稅並草兩絡

子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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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十月悉末止被課之某稅 

Y = 草兩絡子價 

Z = 又科著稅（亦即，又被科（課）以另一種稅） 

 

首先可以抽取 Z = 550, Y = 200 ~ 250.Y之上限值 250由悉勿吉良（Y+Z）與勿悉滿十二月一日稅

額（Y）相減而來（800 – 550 = 250）．悉勿吉良在殘曆開頭保存的十月廿六日之前，可能也早已被課

徵某稅（X），所以翌年正月廿二日強調了“又”科著稅．以之衡量悉末止稅額，可推測悉末止應向叱

半繳交某稅 1500文與總值 230文的兩絡子稅草（X =1,500，Y = 230）．不少學者表示如此鉅額難以理

解(122)，但如果放在宇文融括戶、籍田並急察色役偽濫之新政背景，便可以導出各種可能的解釋．比

如說，他雖是寺院之家人（佛家內律所謂淨人或同心優婆塞）(123)，其實是比較富裕的經營者，括戶

時隨戶等抽以重稅是有可能的．又比如說悉末止由於某種原因被認定為逃戶，年齡又已成丁，就可按

照括戶規定收客戶錢 1,500文．此外，也有可能被勾出是色役偽濫而被勾資錢或課錢 1,500文(124)．

還可以假設一種情況：悉末止在政聲坊有居宅，毗沙都督府最初奉命括戶之際，把悉末止算成坊民，

但站在該寺立場，悉末止是家人，沒必要課以重稅(125)，可是叱半又已經幫忙繳了稅，寺院做的只能

是償還其損失．這樣一來，這份支出曆反映出張孝嵩在任期間“府庫盈饒”之實際民情． 

然而，由於于闐固有稅制有待廓清，應避免將 X、Y、Z 三項課稅都算到唐朝一方，否則便幾乎

相當於武斷假設安西都護在于闐的戶口普查，迅速到開元七年新政或九年括戶詔敕發布不久就大致

完畢，不但編出簿籍，還獨佔收稅權．吉田豐（2006, 128）便認為，並非凡是以漢文寫就的文書，所

記稅賦便全為唐朝方面徵課者，主張這件支出曆記錄的似為于闐政府之課；他甚至進一步推斷，過去

沙畹整理的開元十五年木簡屬於于闐固有稅收的可能性較高，只是內部行政逐漸漢語化而已．作為其

理論框架，吉田（2006, 103, 130）指出于闐傳統稅賦包含交給“王”以及交給“國家”的，主張所謂

“國家”無疑指于闐本身．筆者同意“國家”可指于闐官府機構，但于闐此時體制上是都督府，因此

交給“國家”的稅收，未必不能包含唐朝所徵收者．換句話說，倘若只因為于闐文書語彙保留一些傳

統稅務用語，就推論開元九－十五年間文書所涉稅收全屬于闐本身之稅賦，也需要更多證據． 

淺見以為，不宜武斷論定 X、Y、Z 三種課稅全屬唐朝課徵，卻也不宜全盤歸諸于闐傳統簿稅．

這個課題有待未來解決，在此筆者只想強調：盡管寺院用錢補償叱半，卻不必然意味著叱半上繳稅物

 
(122) 如池田溫（1996, 223）、李錦繡（《史稿》第三冊, 289）等． 
(123) 參見拙著（慶昭蓉 2017）考論． 
(124) 開元時期，番戶、雜戶每年納資 1,500 文．納資者未必為罪眷，亦有匠人、樂師等，見《史稿》第二冊, 106–

107．《新唐書》卷四六，1200 頁載附貫州縣之樂工、獸醫、騙馬（案：應為騸馬，即閹馬者）、調馬、群頭、

栽接（果樹園藝專家？）亦須歲督丁資，為錢 1,500 文，不排除于闐寺院裡就有這類匠人存在．品子課錢亦

為 1,500 文，為代役錢之一種，見王永興 1982, 134．王永興（1982, 120）先生還指出敦煌文書 P. 4978 第 15–
17行載“準開元七年十月廿六日敕，上柱國子、柱國子年廿一已上，每年徵資一千五百文”．盡管這裡無須

過度臆斷于闐官寺有柱國子供驅馳，不妨假設這類詔敕構成宇文融括戶時的勾徵目標之一． 
(125) 這是假設這所漢寺以為就算家人出身于闐蕃胡，也視同內地寺家人（略當部曲，參見姜伯勤 1987, 121）．而

按照唐人認知，部曲、奴婢等賤戶乃終身不課口（宋家鈺 1988, 148, 156），且作為邊遠州府居民，稅額亦應

有所優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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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交納的都是現錢．按該曆反映市價，1500文相當 10碩粟或 5碩小麥，雖不能全然比擬於開元十年

新出木簡條記所示數額，卻也有幾筆差距不遠． 

又，開元十年，“叱半”一詞尚未進入唐朝稅收行政文書許可的詞語範疇中，但杜暹經營之後，

于闐糧食徵收便有了“（開元）十五年駝驢料”(126)這樣清楚的名目．駝、驢運輸什麼？有可能就是

上舉新出第二組第 36簡之類記錄的未名糧食，以及其他軍資如衣帛、甲仗等．亦即當時磧西稅糧制

也許已經發軔，但“稅糧”一語尚未定型化，施行地域，課徵標準也尚未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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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州刺史裴耀卿於開元十八年上疏，建議循序漸進，讓新括得客戶各得其所，勸農營田．疏文核

心論點是(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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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州”即客戶之本貫州、所在州，指涉上引開元十六年十月敕之“宜令所司，即與所管客戶州

計會”．兩州協議，客戶回歸故鄉，或因公私緣故仍隸舊貫不改者，即為“兩州計會歸本貫”；若否，

即就地編附，五年免賦期間過後，義務便與土戶無異．此疏證實，開元十六年十月敕不但有所實施，

其重點更在於盡可能將邊州客戶改成當地土戶（比如：將一位頻繁在龜茲活動的敦煌人改成安西百

姓）．可見開元中期稅政並未跳脫“土、客”區隔，而是盡量增加以邊遠州府為本貫的百姓，以收徙

民實邊之效． 

第六節提到，安西算是輕稅諸州．若按裴氏建議，則安西新附人戶的課稅標準，比照的可以是本

地蕃戶（“須準居人”），這已經是一層優待．若引十六年十月敕為依據，一部分新移民甚至可以繼

續主張永年優復，即裴氏所謂“更有優矜，即此輩僥倖”又同時強調“若全徵課稅，目擊未堪”的用

意所在．因為要是蕃、漢或土、客稅率差別太大，還特別給予最晚來的移居者全面免稅待遇，容易造

成糾紛．“若全徵課稅，目擊未堪”也意味著，雖然戶口統計大致就緒，但向天下諸州所有管戶一律

課以正稅，仍然窒礙難行．故而裴耀卿建議因地制宜，維持減稅措施，並設計一套具體作法(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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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錄文、繫年採納荒川正晴（2011）對英藏于闐雙語稅簡之釋讀． 
(127) 《唐會要》卷八五，1853．《通典》卷七，151–152 頁稱為宇文融疏．茲從杜希德（TwTtchett 1963, 15–16）、

礪波護（1970, 284），認上疏者為裴耀卿． 
(128) 《唐會要》卷八五，1853–1854．《通典》點校者擬將疏文復原為“不減三四十州”，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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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營田方案理想主義濃厚．李劍農（1963, 257–258）未斷定倡議者是否為裴耀卿，並且認為玄

宗並未採用，殆屬空言．杜希德（Twitchett 1963, 16）也認為此疏看來毫無結果．礪波護（1970, 284–

285）雖肯定疏文意義重大，但是他強烈主張“輕稅”（即客戶丁稅 1500文）應從第六節摘引開元十

三年二月制提及的“夏首”（開元十二年夏季）起算，所以斷定十八年就是六年免賦期間的截止日(129)，

筆者以為稍嫌武斷．承上文討論，六年期間可以從開元九年《科禁諸州逃亡制》敕文公布起計．這是

因為即使輕稅措施到開元十一或十二年才正式頒佈、徵收，但減稅期間卻有必要回溯到各人歸首日或

括得的時間點，不然九—十一年期間收入空白，無所勾徵，豈不是財政一大損失？故而十六年十月敕

說：“諸州客戶，有情願屬緣邊州府者，至彼給良沃田安置，仍給永年優復．”可見當時已有一部分

客戶優復到期，但只要願意改隸邊州，“仍”可續享永年優復．故而向客戶徵錢，在一部分括戶比較

嚴格的地區有可能從括戶、籍田之初就開始，隨勾、隨拘、隨徵，否則不就是重複讓官吏勞動又予流

人遁逃之機？不論如何，括戶是一個過程，理論上越靠近京畿越快，越往窮鄉僻壤越慢．開元十五年，

最初括得客戶之優復到期；開元十八年，內地州縣較晚括得客戶的課賦也大多到期，所以裴耀卿才有

此建議． 

要是磧西、北庭可以視同尚有賸田之寬鄉，那麼上述整套方案，正好就涉及這兩地如何營田、課

稅．假設開元十年罷邊兵後，唐軍在磧西、北庭有不少墾田可以撥給浮游人戶營田立坊，那麼裴氏方

案對營田戶的要求，正是除了服役於近坊處公田之外，每丁納十石粟，大致相當於稅率 20%（十石/

五十畝，假設畝收石粟），在一定程度上矯正了開元十六年一度號稱“永年優復”的過度寬鬆政策．

這項稅率與磧西“稅糧”頗為相侔，有可能就是稅糧制設計時參考的方案之一．實情是否如此，值得

學者細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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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括戶成果直接反映在數據．十四年、二十年戶部進計帳，天下管戶各為 706萬 9565戶、786

萬 1236戶(130)，無疑含有磧西、北庭逐年增加的管戶．承第六節，筆者假設開元十四年秋杜暹入朝

之際，連磧西、北庭括戶也大致告一段落，那麼開元二十年，連安西一帶的客戶也應“便令所在編

附”並且恢復賦稅．下一步重要決策是什麼？正史存在蛛絲馬跡．《舊唐書·玄宗本紀》開元二十

一年事曰(131)： 

 
(129) 礪波護 1972, 137–138, 144–145． 
(130) 《唐會要》卷八四，1837． 
(131) 《舊唐書》卷八，199．日野開三郎（1981, 191–192）雖已注意到邊方節度使兼採訪處置使的場合頗多，似未

意識到杜暹出使、括戶營邊以及石國貿易的潛在關聯．  



慶   昭 蓉 92 

×2"f�#9|¦#ÔØx�ÖH��k+ß��uv)0�LU=fêñW#LÈ�

�~�#VD.q3`

既然杜暹親自出使，不妨推測磧西、北庭均在宣慰賑給範圍──這令人考慮彼時磧西已經設妥義

倉．《新唐書·張廷珪傳》所記則意味深長(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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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出使實為貿易，那麼西域經驗豐富的杜暹自是不二人選．也就是說，雖然軍事方面失卻碎葉，

玄宗仍然想藉商業手段與石國建立聯繫．張廷珪主要反對理由，依然是從貯糧角度起見，認為沿路儲

備糧料不足以維繫國際長途貿易（例如與石國直接進行絹馬交易），反令括戶成果付諸東流．其《諫

停市犬馬表》曰(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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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者意識中，磧西已安定到足以外拓商貿，張廷珪看法則是社稷為先，犬馬為後，有關國際對

口貿易準備尚未充分，也無迫切需要．同年分天下十道為十五道(134)，不知與張廷珪此表關聯如何，

但至遲在《天寶十道錄》成文之天寶元年（742），安西作為隴右道終點的地位已經固定． 

石國貿易計畫雖受張廷珪等朝臣阻撓，但玄宗終於下定決心向蘇祿興師問罪．開元二十二年冬，

玄宗敕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曰(135)： 

çÒorÕG# Thè#µ0�Á#³fG16µµïùìw[#µ´÷À×#È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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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不但調動並招募兵員總計 10480 人——呼應開元三年郭虔瓘上疏增兵一萬之請——更授予

王斛斯在四鎮募兵之權．此際，玄宗之所以放心委任王斛斯、阿史那震召募四鎮蕃漢健兒，意味著朝

廷已大致了解磧西有多少可動員人戶．從而大致募兵幾許，預先調配行賜若干，都已在朝廷可以估量、

 
(132) 《新唐書》卷一一八，4263–4264．  
(133) 《全唐文新編》卷二六九，3055．句讀微予更易. 
(134) 《舊唐書》卷三八，1385．但《新唐書》卷四九下，1311 頁作開元二十年．  
(135) 《曲江集》卷一○，129．定年採納王永興（1994, 44）看法．  
(136) 倘若此敕可與王永興（1994, 35–36）談論的《曲江集》卷八，114 頁載開元後期敕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之“宜

密令安西徵蕃、漢兵一萬人”對照，則玄宗目標可能是在磧西本地再募兵一萬左右．又，蕃、漢兵員數量是

分開統計的，見孟憲實 2015,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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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的範圍內．也就是繼開元三、四年之交，韋湊切諫之後，玄宗終於大致調整好西陲戰備之態勢，

故而不妨認為宇文融括戶不但見效，而且在杜暹等邊吏悉心經營之下，奠定了此後安西四鎮的軍鎮化

經濟基礎． 

R!"12%R04UA�̶̶�yW����v�� 

開元二十二年前後，銅錢濫惡漸趨嚴重(137)．《新唐書·食貨志》載同年詔云(138)： 

�ë?ypkn9h#9<9_#$<9õ#Cy9ïkókîkôR�©3§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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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以布代租的考量之一，乃是銅錢濫惡．那麼在安西四鎮這樣制錢輸送有限的地區，銅錢是否

充分普及村坊以備繳稅，有待檢證．已知制錢質量在天寶初暫獲解決(139)，但整體來說，唐前期長年

窘於應付惡錢．既然如此，不妨推測中央對磧西百姓沒有必要嚴格地一例稅以銅錢．《冊府元龜》卷

四八七載開元二十三年六月敕云(140)： 

（前略）Ì〔C〕÷+l�¹#À�ª�#:ÿ�`#»ó�"#§]qÆ#Ö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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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戶”狹義可指戶稅錢，廣義則可包括各種以戶為單位抽取的各種雜稅，甚至是無田、少田戶、

商賈戶按戶出粟的地稅．敕文既保障各類應納官府之稅不必徵以現錢，委地方官自行折衷調配，這使

安西官員得以視其需要而選擇性地涵蓋資課(141)、戶稅錢、馱腳等各種範疇．可以想見，貯糧為磧西

 
(137) 《舊唐書·食貨志》（卷四八，2097–2099）詳述開元二十二年劉秩禁私鑄錢之議．此次朝議後宣布敕文為《唐

會要·泉貨》（卷八九, 1930）所錄其年十月六日敕：“貨物兼通，將以利用，而布帛為本，錢刀是末．賤本貴

末，為弊則深．法教之閒，宜有變革（後略）”．並參見李劍農 1963, 216–217． 
(138) 《新唐書》卷五一，1345． 
(139) 《舊唐書》卷四八，2099． 
(140) 《冊府元龜》卷四八七，5530 頁． 
(141) 關於資錢與資課（資錢、課錢合稱），見李劍農 1963, 268–270；堀敏一 1975, 262–264；《史稿》第二冊，103–

127．案：庫車出土唐代漢文書殘破而多不具年代，但確實曾以現錢支付資錢，如 PellTot chTnoTs D.A. 90： 

  1 !"#$%&'()*+,-./0123 
  2 &4#56789:;<=>?0[押] 

 童丕（Trombert 2000, 88）讀“樣（？）丁”，筆者（2017）則曾跟從陳國燦、劉安志（2011, 307）讀為“稅

丁”．如今仔細推敲，既然粟特裔龜茲居民安拂勒納資錢，當寫明其色役，泛泛寫為稅丁無甚意義．案“样”

（音陽）乃“槌”之中古方言，專指蠶房裡懸掛蠶箔用的細條木架（《說文解字注》卷六）．因此安拂勒也許

是位養蠶者或是細工木匠，交錢以免番役．其所納 1,500 文銅錢，立時被防禦人家眷裴大娘領走，暗示彼時

安西雖以銅錢交資錢等稅，但制錢流通量有限，乃至出現兩坊居民在官典見證下如此直接互相授受． 



慶   昭 蓉 94 

邊政首要之務，以糧食繳稅顯然對收、納兩方都最為實惠．而此敕也使磧西的糧食課徵對象不限於新

移入的營田戶（倘若玄宗確實採納裴耀卿疏，取消永年優復政策），還可以擴張到本地社會各階層之

應稅者，例如龜茲佛寺所支付者，以及安西舊有的直轄人戶（流犯等）或是附貫不久的蕃戶． 

實際上戶稅錢以物資折納，行於此敕明文保障之先．李錦繡（《史稿》第二冊，50–51）主張，這

種折納在理論上發軔於貞觀九年（635）改三等戶為九等戶之際，可備一說．這裡還可以強調的是，

倘開元十三年西州文書出現的“州徵物”確實可以理解為當州勾徵的戶稅折納物，那麼不只李錦繡

（《史稿》第二冊，54）舉出的練、氈、緤、索，就連糧食斛斗也用於折納戶稅錢，關鍵就在她所舉

證的黃文弼《吐魯番考古記》圖 25、26載《唐徵雜物文書》： 

1 ¶·Õ½```°¸¹«` ` Fº�` ` ÆH» 

2 ¶18^k¢kCkJk¼k½kXþ) 

3 ¶L(Ðj3÷ys>¾#>^Æ¿|À．】`

 （後略） 

亦即筆者擬復原文書第 2行為某些品種糧食之斛斗數；第 3行開頭應當寫有具體疋端領屯數，折

合若干稅課逋錢共若干貫文．既然開元十三年，西州之州徵所便如此詳加勾徵，無怪乎于闐王等首領

面臨杜暹前來推展新政時坐立不安，索性舉兵叛亂了． 

R%"12%RE4�ZZ������4�� 

裴耀卿疏實行程度有待考實，開元二十五年敕則進一步藉募兵制推動營田實邊(142)： 

?#£¤Í~OS;0#�ML#°Eó±(143)3ð®CiO;ì#9Eì'KÁ#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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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書·食貨志》同年記事亦稱(145)：“詔屯官敍功以歲豐凶為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

畝以供糧”．《資治通鑑》載翌年正月制曰：“邊地長征兵，召募向足，自今鎮兵勿復遣，在彼者縱

還”(146)．日野開三郎（1988, 326–330；見引於《史稿》第二冊, 50–51）以為，開元二十五年為兵士

屯田轉變成百姓佃作屯田的轉折點，甚具遠見．只是開、天時期屯田、營田之區別並非本文主題，故

而此處僅強調：一、健兒不限蕃、漢（見第十節引玄宗敕牛仙客、王斛斯書），並且如同孫繼民所論

（2000, 55），“名為召募，實為徵發”；二、此後僅健兒給予永年優復，亦即之前招徠的新附課戶，

 
(142) 《唐六典》卷五，156–157．參見王永興 1994, 407． 
(143) 庫車出土 PellTot chTnoTs D.A.116所見開元廿三年某營殘牒狀似乎有所反映，待考．錄文見 Trombert 2000, 100． 
(144) 庫車出土 PellTot chTnoTs D.A. 58、115 所見“行客營”似即此類，待考．錄文見 Trombert 2000, 74, 100． 
(145) 《新唐書》卷五三，1372． 
(146)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6832．《冊府元龜》卷一三五，1495 頁作“自今已後，諸軍兵健，並宜停遣，其見

鎮兵並一切放還”．孫繼民（2000, 90）疑此詔誇大不實，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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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無效邊意願，或者未通過遴選，恐怕就喪失了優復資格，可以說是半強迫性地讓新移居者成為健兒．

換個角度來看，四鎮人戶除了健兒之外，理論上恐怕都有繳稅義務． 

同年三月敕許路遠諸州之庸調、資課均可准時價變粟取米，令所在收貯，充隨近軍糧(147)．可見

將制錢、布帛就地折換糧米，是開元二十四年長行旨頒布後的全國方針．而開元二十五年稅粟之定式

（參上文第二節），更強化了全國義倉稅規範．其式文曰：“諸出給雜種準粟”，說明磧西稅糧的基

本性質，仍然是用於貯糧以備戰亂災荒的義倉稅．最遲在此際，原本主要性質是作為磧西地方性試驗

稅收（課徵於蕃戶、營田戶之稅）的稅糧，更緊密地結合於兼具據地、按戶兩種特質之全國義倉稅．

據地出稅的主要對象為本地地主或其佃戶（由蕃府管理）以及安西都護府直轄管戶中未享優復之人

戶；按戶繳稅的主要對象則是有籍可徵的行客、本地商販、工匠等．從此，磧西稅糧兼攝蕃戶輕稅以

及正規的義倉稅與戶稅折納物，此外又可兼容各種雜稅，稅率也隨而不斷視軍需而膨脹． 

R0"�,�S���̶̶�G)�j�� ¡ 

《新唐書•地理志》序“羈縻州”曰(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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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則羈縻州都督府多免於唐朝稅賦．然而，吳震（1982, 104）分析《天寶十道錄》時業已指出“安

西四都督府管戶，唐志并失記，而本簿所誌甚詳，這是極為難得的資料．”榮新江（1999, 125）亦指

出《天寶十道錄》隴右道、關內道、嶺南道諸條保存許多珍貴信息,如“安西都護府所管龜茲、焉耆、

于闐、疏勒四羈縻都督府的具體戶數，是不見於其他書的寶貴資料”，反映開元末年，“安西都護府

所轄四蕃府的貢賦版籍已上於戶部．”細察分析《新唐書•地理志》序所稱：“突厥、回紇、党項、

吐谷渾之別部及龜茲、于闐、焉耆、疏勒、河西內屬諸胡、西域十六國隸隴右者，為府五十一，州百

九十八”（同前注），雖然其覊縻概念定義偏於廣泛模糊，至少撰者明確將龜茲、于闐、焉耆、疏勒、

河西之內屬諸胡和西域（即蔥右）十六國分開，故而“磧西”一語在考慮稅政問題時宜應取其狹義，

也就是開元六、七年固定下來的安西四鎮地區，這個時期開始，此地與通常學者泛稱的覊縻州府不宜

一概而論． 

在此，不妨相較於州縣化進程也比較落後的劍南．以瀘州下都督府為例，《舊唐書·地理志》載

該府在富世、江安等七縣外，又管轄納州、薛州等十州，並總述(149)： 

Îy#áâiy#OÍÎ-.î#K+lk=-#ÏÐy3`

可見瀘州下都督府除了瀘州本身及該州境內直轄七縣，尚都督納州、薛州等十州，雖然十州形式

 
(147) 《舊唐書》卷四八，2090–2091．並參見《唐會要》卷八三，1816．《冊府元龜》卷四八七，5530 頁作四月敕． 
(148) 《新唐書》卷四三下，1119． 
(149) 《舊唐書》卷四一，1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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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置縣，卻管不到任何夷獠戶口，所以此十州都算是招撫夷獠所置之“羈縻州”，無法管束． 這

麼一來，似乎瀘州行政內地化的程度還比不上安西．但如果仔細考慮開、天以後的情形，也不妨認為

瀘州本身相當於安西（視同隴右道最西州）；龜茲等四蕃府可比附於瀘州之直轄縣，只是龜茲等都督

府未曾正式降格為縣；蔥右諸州府相當於納州等羈縻州，實際上無法管束戶口．這樣一看，瀘州一帶

的州縣化進程仍比磧西進步得多，因為龜茲、于闐等四國仍然保留了各國國內原有的州、城等建置，

尚未適應州（郡）縣制． 

筆者猜想，倘安史之亂未起，磧西其實可望逐步邁入州縣制．只是相較於已設有金滿、輪臺、蒲

類三縣的北庭，安西州縣化舉棋不定．四蕃府版籍雖逐步明晰，百姓人口仍嫌未足．那麼安西將如何

州縣化？對於這個純然假設性的問題，筆者認為其參考範本不僅有北庭，還有以廣州為中心，衣、糧

均由本道自給之嶺南五管(150)．這既是顧及當時廣州已成商貿大區，也因為隋唐嶺南雖時有紛釁，卻

是四夷中相對安寧，州縣化也比較順利的地區．《舊唐書·地理志》嶺南五府經略使條曰(151)： 

9<Oã²E´#ÓÑ-.#+²Ek�ÒC~#¡1k�1k$<kÓ12²E´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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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所位在廣州的五府經略使，下轄桂管經略使（桂州下都督府以及桂管十五州）、容管經略使（容

州下都督府及容管十州）等四經略使，《舊唐書·地理志》分別記載為(152)： 

¡y'áâã` Ýí$�3……ÉC6²E~´#1dKK�#&kj#*�1·W|3̀

…… 

�1iy#Í¡1[<3`

�y'áâã` Ý�Ô�«x8|3……ÉC6²E~´#1"K.K.Ð�#&kj#

*�1·W3`

“輕稅本鎮以自給”的意義，在於其鎮管內諸州防人所需衣、糧，由管內獲得的“輕稅”自給．

嶺南輕稅之糧始終稱為“稅米”，應該是因為限於其濕熱環境，貯糧形式必須是已經脫殼、乾燥之米．

對此，筆者較認同日野開三郎（1984, 732）主張稅米為嶺南特有的地方稅，但是否如同該氏主張，其

性質始終屬於戶稅，待考．至於李錦繡（《史稿》第二冊, 178-181）強調嶺南全境一概納正稅，而稅

米即國家正租之折租之說法則較有瑕疵．淺見以為南疆輕稅的重點，始終是優先供給當鎮防人，有餘

或精好者始留上供(153)．茲將吐魯番出土 2020 NMK1: 1+72TAM230：46/2（a）《唐儀鳳三年度支奏抄

—儀鳳四年金部旨符》之接合文字重新分段、分項如下(154)： 

（前略） 

（.）>7¡k�kÕáâãmn)þ#J19UyS"Ö N#�{ãÛ� r�R�#

 
(150) 《舊唐書》卷四一，1711–1712 頁廣州中都督府條．參見《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四，885–886． 
(151) 《舊唐書》卷三八，1389． 
(152) 《舊唐書》卷四一，1725, 1742–1743，句讀微有更易．  
(153) 參見許福謙 1983, 575． 
(154)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2020，72–79，尤見 72 頁．並參見同報告所收權泳佑（2020）、李泰熹（2020）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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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úÀo#Õ#>R3û�7£SP〔Ú〕þ#¶ýp×�þ#P¢],á#R�ØÀo##µ

�ûß3`

（C）9<Uy\]_BLX?R�RRM£(155)#S'Ù�,p|èN#,z�è#àÈ

�Ú3`

（(）¡k�Cãû]UyÆ*N#�×C;û�Û£#,P¢]R,á3GRCRã19Sy

ÍRãxRmn)þ#û¢�〔?〕ã3=RN"×yè#ÛcÔ¢#,Rz�µ<ç#àÈó_3

:;¶Ø��~©�V]#�GÀP〔Ú〕#Õ#ûßkµ�3JS,Ë#ÔRRRb3`

（四）Õyáâã19UyRSKÄû��R
(156)#¶{Õã#Õ79<UyÆþ#�W(

;j£#û]#P¢�,á3GÜy$Ò"<i>1#"ÖUr#�O¡ãLÜy¶�#4Ä

��j�7´63G�ÛkÂÍ<#O»PË#>Û3`

第（一）段表明，儀鳳年間嶺南諸州的一部分州縣確實課以庸調（條文本身看不出是否授田課租）．

第（二）段表明，另有部分嶺南州縣庸調折納為“米粟及雜種”，用於供給當地官員俸料，其餘就地

貯糧(157)；第（三）、（四）段將桂、廣與交州都督府分成兩種情況．其中，桂、廣二都督府所管諸州，

已有部分課以庸調，位置均在都督府以北，以南仍然受納課稅，應即稅米之輕稅諸州；交州都督府位

於該府管領地域之北端，並且未徵課調，看來儀鳳年間全境均課以輕稅，以支持境內三年份官、軍糧

料所需，有剩才遞送東都．雖然宏觀來說，嶺南輕稅也是國家政策制定下的規範稅收，但這與通過授

田而產生的正租不可同日而語，稅、租亦不得隨便相折．不論如何，到了盛唐時期，南疆五管已基本

達到“輕稅本鎮以自給”，同時嶺南也有更多輕稅州縣轉化為正式州縣而課以租庸調(158)，故而《新

唐書》含括簡化為“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云云．但如果憑此句宣稱儀鳳以前

嶺南已全境課租庸調，恐怕過於武斷． 

在此前提下，我們終於可以回顧《唐六典》戶部郎中員外郎條之下述條文(159)： 

ø9<Uy*_N#%+./C1#c+d1#'+(1eJ-k.«+#Oê133`

p*UykÆÝkÐ�ûTs"N#,È¬Æ�3`

這意味的是嶺南諸州之稅米者（即輕稅州），其境內有普通百姓與夷獠戶之分．夷獠戶相當於安

西四鎮地區之蕃戶，只是在嶺南，夷獠戶的稅率固定為百姓之半． 

“輕稅諸州”涵蓋嶺南、西北等邊疆稅率從輕之州（包括安西），這些地區與高麗、百濟的人民，

凡是服兵役者可以豁免課役．那麼實際上便意味著，輕稅州與高麗百濟雖然不是直轄州縣，也都必須

服兵役或各種雜役．這項條文確保了唐朝有權從磧西本地居民（百姓與蕃戶）徵發兵員，不僅是通過

府兵、募兵等制度補充而已．它支撐了西陲鎮防，一部分解釋了玄宗在開元後期何以能夠解除一部份

 
(155) 筆者案：“種”後殘字疑為“者”，非為“支”． 
(156) 筆者案：“料”後疑可補“者”字，原抄件脫漏而已． 
(157) 大津透（2006, 55）在宣稱嶺南稅米為唐中央政府稅收之餘，其實也已經考慮到嶺南道既有稅米之州，亦有納

庸調之州的可能性． 
(158) 土肥義和 2017, 119–120． 
(159) 《唐六典》卷三，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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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員的政策依據． 

故而筆者相信，唐前期經營磧西的長遠目標，應該也是比照嶺南，盡量自給．亦即磧西“稅糧”

相對於嶺南“稅米”，均屬於唐朝體制允許的地方性稅收．開、天時期的磧西稅糧可說是處於試驗階

段，其名號、意圖至遲已為天寶末年的龜茲居民等熟悉．只是西北幅員遼闊，敵對勢力虎視眈眈，其

軍需不僅較嶺南吃重，貿易收入又被日益興盛的南海貿易瓜分．此外，主政者猶豫不決之處，亦在於

是否合併安西、北庭，又是否歸併伊、西、庭三州，隨而重劃軍鎮員額，建置鄉里．因此，盡管天下

一時太平，安西的行政建置遲遲無法迎來正式轉型期──就像上文提到的，更加正規化的戶政、稅政

應等待百姓人口凝聚得差不多之後，才有辦法具體實施．然而等到磧西百姓日漸充足，不但出現怛羅

斯之敗，安史之亂亦已爆發在即． 

R7"¢$ 

開元十三年二月制號稱“三五年內，使就厥功”，現實上的括戶、籍田當然不可能如此迅速．但

是蕃戶轉換為百姓的意義，確實為磧西居民所知．此為《唐大曆三年三月典成銑牒》中傑謝百姓屢屢

自陳身分之意義：這些居民雖然只懂得投遞胡書，卻也了解身為百姓的權益與差科義務，曉得于闐鎮

守軍是具有民政管轄權的上司．這說明為何于闐人以音寫詞 pa’kisina 表示“百姓”——它指的就是

已經完全歸化的唐朝百姓，不是蕃戶或外夷，亦不僅泛泛表示“良人”而已． 

英藏 Or. 8212/1700a的漢–于闐雙語文書殘存內容，有助於說明“百姓”孳生並開始納稅的情

況(160)： 

1 ] salāna jsārä jseṇä hau-  

2 ]zÐÑÞß� rīdä 

依照施傑我（P. O. Skjærvø）英譯，第 1行于闐語殘句意為：“根據（某人的）說辭……．他們

納了細糧”．jseṇä 為精細（fine）之意． 這件文書未見年代，完全有可能是唐後期文書，但參考《金

滿縣牒》格式，假若安西大都護府開始向于闐人民稅以糧食，那麼本地基層機構（例如村坊）上報的

納稅說明大概就是這副模樣． 

相較之下，庫車地區出土文書罕見居民冠以“百姓”者．這也許是因為安西府治（龜茲）周邊政

策推動較早亦較深入．假設開天之交，龜茲地區人口基本普查完畢，安史之亂後不久便差不多全成了

百姓．大谷 8044《唐大曆九年二月目胡子牒》中自承身著“掏拓兩丁”的目胡子(161)，應該就是一名

已經附貫龜茲都督府或安西大都護府的百姓：顧名思義，此人是胡人之子(162)；既身負繇役，應為已

編戶之居民．他之所以身著“掏拓兩丁”，有可能是因為在現居地以及現居地南方之雙渠村各擁有一

塊田地，而掏拓之役據地徵發，從而負擔雙份繇役；亦可能是其現居地及雙渠村分屬安西、龜茲管轄，

 
(160) 于闐語錄文見 Skjærvø 2003, 63；漢文部分見吉田豐 2006, 124． 
(161) 《大谷文書集成》三，219． 
(162)

 “目”之為西域胡姓，由沙知、吳芳思（2005，98）刊 Or. 8212/553（Ast.III.3.09-3.010）《唐開元十年西州長

行坊馬驢發付領到簿》第 18–19行所見“獸醫目波斯”一名可知，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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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渠事務尚未統一，故而身著兩丁．至於“蕃戶”一詞本身並不出現於四鎮地區出土漢文書，亦在情

理：以龜茲為例，理論上要是唐前期龜茲蕃戶大抵交給龜茲都督府自治，主要便是通過龜茲語文書等

胡語文書管理，漢文書自然難以見到痕跡． 

總而言之，磧西“稅糧”制度的發動，可能肇始於開元十五年蘇祿掠盡四鎮人糧積貯之後，初始

性質或課徵名目可能最近於唐代義倉稅（地稅，可據地畝或按戶等徵收），稅於龜茲等諸蕃的法條基

礎則可上溯至開元七年新政．然而在開元九年以來的括戶過程中，隨著實民徙邊、營田優復政策的反

覆變化，戶稅錢等稅捐以實物折納的各種必要，以及西北軍需的不斷擴張，稅糧可能逐漸脫離義倉稅

的稅率，不斷吸收各種軍鎮科徵的地方性雜稅、臨時加稅而膨脹，以至於到唐後期轉變為每茬收成課

稅 20%的高額稅賦．從宏觀歷史來看，開元二十五年之置兵防健兒敕可能在此一過程中具有關鍵性

作用，它使磧西“稅糧”的實際主要用途變成補給各鎮駐守官軍，尤其是健兒糧食之所需．當磧西因

河西斷絕，守軍人力吃緊而更加難以通過轉運、和糴、交糴及屯田等形式調集糧食時，主要稅於地方

百姓的“稅糧”作用也變得愈加重要．更多涉及唐後期稅糧的有關問題將留待後文考論． 

£¤V¥ 
@ABCD

《魏書》 2017 年中華書局點校本. 
《周書》 1971 年中華書局點校本. 
《隋書》 1973 年中華書局點校本. 
《北史》 1974 年中華書局點校本. 
《唐六典》 1992 年中華書局點校本. 
《曲江集》 1983 年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叢書》第 1066 冊. 
《元和郡縣圖志》 1983 年中華書局點校本. 
《通典》 1988 年中華書局點校本. 
《舊唐書》 1975 年中華書局點校本. 
《新唐書》 1975 年中華書局點校本. 
《冊府元龜》  2006 年鳳凰出版社校訂本. 
《宋本冊府元龜》 1989 年中華書局影印本. 
《唐大詔令集》 1959 年商務印書館點校本. 
《唐會要》 199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 
《資治通鑑》 1956 年中華書局點校本. 
《全唐文新編》 2000 年吉林文史出版社點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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